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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從西方啟蒙以來，民族國家的出現與成熟似乎成為一種順理成章的事實，然

而，另一個伴隨著民族國家概念的發展與成熟而相對興起的，便是對市民社會的討

論，國家作為一個最高公權力體現的場域，相對於市民社會是相對於國家的另一個

人民意志的集合，兩者之間存在一個怎麼樣的關連，應該是對立抗衡、或是相互支

撐合作，是一個讓許多研究者關注的議題。而我們將這個議題放到現階段對中國大

陸的研究上來看，更是一個令人感到有興趣的議題。 

 

    無可否認的，市民社會的概念是一種西方的思想，西方從古典時期到現在對它

的研究者不乏其人，不同的研究者也都對市民社會的定義以及內容提出自己的意

見，這些意見雖然不盡相同，但是我們或許可以大膽的認為，市民社會的具體落實

與存在則可以視為是一種具有普世價值的概念，換言之，只要有一個大一統的政治

權力存在，便會出現相對於它而屬於人民自己的公共/私有領域，這種領域的出現是

相對於國家權力而存在，可以視為是一種非政治範疇勢力的集合體，相對於國家/

政治範疇的權力運作，這種領域的集合是鬆散的以及非正式的，它的大小與作用隨

著國家對非政治領域的控制力而改變，當然，也隨著人民以非政治身份/領域參與政

治/非政治領域的熱誠而改變。 

 

    要研究中國大陸的市民社會，可以說是一件相當困難的工程，這不僅是由於中

國特殊的政治體制，也由於她的歷史傳統。在西方從啟蒙思想以來被視為是普世價

值的人權、自由、民主等概念，在中國則被視為是一種西方向中國展現其文化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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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表現，一則是東西方在意識型態上的對立問題，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則在於

中國是否有條件發展成一個市民社會，這一點牽涉到對中國傳統文化是否存在像人

權、自由、民主這些價值觀的挑戰。中國傳統是以「忠君愛國」作為其政治意識型

態的核心價值，而且以「家天下」的觀念構成國家的核心命題，當一個家族取代另

一個家族成為統治階級時則象徵國家的滅亡，個人對帝王名器的覬予則被視為是一

種大逆不道的反叛行為，社會是作為國家內部的統治環節而存在，而個人則是作為

鞏固現有的君王世家而存在，人權或是個人價值的觀念是不能與現有的國家君王有

任何抵觸的，在這種情形下，人權、自由、民主這些概念自然不會成為中國政治發

展史上的內容。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西方以其船堅砲利震開了清朝的

大門，不但震出了清朝的腐敗與脆弱，也震開的中國數千年被壅塞封閉的民智，伴

隨著西方武力叩關的典章書籍，帶來的是西方的文化思想與價值觀，而這些都讓當

時的中國人感到新奇，也讓當時年輕一代與有志之士重新思索中國的未來該何去何

從的問題，從而讓西方的價值觀進入中國這一個傳統封閉的思想體系，並且在其中

翻起一場前所未有的啟蒙思想運動，也讓中國傳統「忠君」以及「家天下」的思想

受到衝擊與解構，讓中國開始思索並重建國家與社會的關係。 

 

    然而中國隨後便進入了兵荒馬亂的時代，雖然在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成

功，「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然而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處在一種極度的個人威權

以及閉關鎖國的狀態下，人民無法接觸外來的思想，而只是以毛澤東的意識型態作

為最高的行為準則，國家內部以奉毛澤東一人為首，不容許其他的雜音出現，整個

國家社會的關係宛如又回到君王專制的時代，民主/自由/人權的思想在中國大陸只

是曇花一現，取而代之的是毛澤東思想的絕對體現與落實，終於釀成了如文革般的

悲劇，而這種獨裁與封閉的作風，不但讓中國的國家發展嚴重停滯，也讓國家社會

的關係也發展到瀕臨瓦解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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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新領導人鄧小平認知到這一點，所以開始

推行「改革開放」，以一種務實且積極的態度融入世界體系的運行規範。在這個過程

中，中共內部的國家/社會關係產生一種十分微妙的變化，由最初的國家/社會的對

立開始，到後來的國家與社會連成一氣對抗西方，到後來的國家社會時而對立、時

而結合的關係。而這一種反反合合的辯證發展關係，從鄧小平時代一直延伸到江澤

民時代。 

 

    鄧小平時代可謂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也是一個意識型態解構與重構的時

代，而在這種思想解放的同時，整個國家/社會（或該說是知識份子）其實是籠罩在

一股代表東方西方/二元對立的氛圍下的，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八０年代的中國社

會可以視為是一種政府與民間社會的拉鋸戰、是一種代表西方思潮與代表社會主義

意識型態的拉扯，所以，在八０年代出現了所謂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清除精

神污染」、「馬克思主義再認識」、「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抗拒西方思潮同時維護

中共領導政權意識型態正當性的運動，並且發展成「八九民運」這樣一個政府/民間

社會（知識份子）對抗所導致的悲劇。同時也使得中共的開放政策轉成保守，使中

共對「反和平演變」的鼓吹更是不遺餘力。 

 

    然而，在九０年代中葉後，局勢卻開始出現一種十分微妙的逆轉，中共的民間

社會/知識份子由一種「親西方路線」轉而為「反西方路線」？原本將西方思潮/價

值視為是中國人所亟欲爭取的普世價值，卻轉而成為必須要符合中國具體國情、「有

中國特色」的「中國價值」？同時，「新儒學」或「後國學」的興起，象徵的是對中

華文化的重新肯定、認同與建構，卻也表示了對西方價值的抗拒。強調西方霸權在

政治、經濟、文化上對中國的侵略，同時也反對用西方價值來做為中國是否成就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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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的指標。這種逆轉，演變出來的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高漲，使得中國人

的自我認同在極短時間中凝聚成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這股力量對外表現表現

在中共處理外交事務和統一問題上，對內也使得江澤民的意識型態建構不再以馬列

主義為核心價值，而以「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意識型態的核心。民國初年

的西化思潮，使得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幾乎都是在受西方思想的影響/制約下進行認

同和民族自信心的建構，使得中國主體始終受到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馬列主

義的壓迫而無法真正彰顯，但何以這一波由七０年代末開始的「思想解放」，在短短

的十幾年間，便由一種「西化」向「反西化」的方向轉型，原因在哪裡？這種「中

國認同」建構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在哪裡？ 

 

    也因此，我們不禁十分好奇，這種國家/社會關係的發展，是否代表中國已經發

展/形成出一股具自主性的市民社會力量來代替民間發言，並且跳出了傳統意識型態

的束縛而形自我建構出一套符合當代的政治認同？得我們思考的，即是中國內部現

階段到底存不存在所謂的市民社會？我們知道，中共經濟發展的同時帶動國家機器

對意識型態的鬆綁，民間社會也在這種氛圍下逐漸形成一股有別於國家機器所能介

入/主導的力量，而這一股民間力量所凝聚出來的力量，逐漸形成一股作用力並且在

不同時候會去壓迫/協助國家機器在處理政治事務上的表現，例如在對外事務的表現

上，這一股作用力表現出來的強大民族主義訴求成為中共最有力的後盾，然而在如

法輪功事件上，這一股力量似乎又表現出對國家機器的強大壓力。所以，中共內部

實以存在一股相對於國家機器所能完全操控的自主力量，並且具體表現再對許多焦

點議題的關注上面。而對這些議題的關注與發言之所以在某些時候會呈現與國家機

器不同的意見，是因為人民已經通過對本土/全球市民社會的認同，建構出一套屬於

自己/中國的政治認同，而這一套政治認同是通過以自我/社會/國家為主體所建構出

來的，不再是受傳統的單向的/絕對的意識型態所宰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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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上所述，我們將研究的焦點集中在： 

一、市民社會的形成概念為何，西方是如何來看待市民社會的興起與存在的，

而相較於西方，中國大陸的市民社會概念是如何形成與發展的，中國的市

民社會概念有何特殊之處，中國現階段是否具備支撐與形成市民社會的條

件，政治認同的解放/多元化是否可以被視為是中國大陸市民社會興起的一

向重要指標？ 

二、中國大陸現階段是否存在市民社會，如果有，那它是如何產生的，同時在

中共這種極權政體下，它又是透過何種方式表現出來的，這種表現是否會

受到中共的壓制或何以中共放任其存在？它所表現出來的作用又是如何？ 

三、在這種全球化時代，中國的市民社會如果真的存在且發展完善，那麼對未

來的中國的發展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對世界又會有何影響？ 

 

      二、研究方法： 

   由於本文研究是針對中國大陸在資訊時代下市民社會與中國認同問題兩者之間

所產生的互動與關連性問題，包含對市民社會與認同的定義、發展以及內容，還有

兩者之間的關連，我們都必須做一番探討，特別是針對中國大陸的市民社會與認同

建構方面的討論，更是我們著重的焦點。另外，我們將採用分析大陸網站言論的方

式來作為中國大陸市民社會興起的一個例證，。 

 

所以，我們將採取下列研究方法： 

 

一、 歷史回溯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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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回顧西方學者對市民社會的定義、內容與分析，並在其中找出市民社會

的特點來檢證中國內部現在的情況。另外，我們也將由中國認同建構的過程來探討

中國市民社會興起的原因以及認同建構之間的關連。 

 

二、 比較研究法： 

    我們將比較出西方與中國市民社會的差異，並說明在中國學者的眼中，中國的

市民社會應當是如何作用與表現，同時，也指出中國市民社會在發展過程中與西方

的理論有何差異，中國如何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有中國特色的市民社會」。 

 

三、分析評論法： 

   利用分析中國內部網站上的言論，來瞭解中國內部如何透過網路上的意見交換

與互動形成一個不受政治範疇管轄的公共領域，同時中國人民如何透過在網路上的

表意與活動表現出對政府作為的支持/反對，並藉由這一個過程凝聚起一股強而有力

的市民社會力量，之所以採用分析其網路言論的方式，一方面固然是由於網路的發

展與市民社會的力量展現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二來也是由於對網際網路的運用恰可

以反應出中國大陸市民社會的力量在資訊時代下是如何具體成為相對於國家機器的

另一個公共言論的表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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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認同的表現與市民社會興起的意涵：兼論中國

大陸的市民社會觀點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認同」問題便一直是一個令人十分感興趣的議題。從最

初的想瞭解「我是誰」、「我們是誰」到後來的想去探討「為什麼我是誰」、「為什麼

我們是誰？」，認同被研究/關注的焦點也逐漸從認同的對象和內容轉向認同的建構

與形成。從一開始人類致力於發現/找出認同的歸屬到後來轉而研究認同存在的內

涵與意義，認同這個概念對人類的影響卻始終不變，沒有人可以不需要一個認同的

歸屬點，或許認同被建構/存在的意義，不在於認同的存在提供或保證了什麼，而

在於不認同的存在會帶給人們多大的不安與恐懼感，而這種不安與恐懼感驅使人們

朝向建立一種認知、一種歸屬、一種對「我者」/「他者」之間的分別，藉由這種 區

別「我者」/「他者」所建立起來對「非我族類」的排斥感，更精確的形成了對「我

群」的一種依賴、信任與強化。認同的建構也就在這種人類歷史區分同異的過程當

中，被不斷的形塑出來，進而強化、確立。 

 

    然而，在這種認同的確立過程當中產生了一個矛盾點：當個體認同通過對「我

者」/「他者」的差異區別而匯集成一股集體認同時，這種集體認同反而開始壓制、

甚至是消滅個體認同的存在。即是認同的建立原先是一種人類尋求自我歸屬與安全

感的手段，具有相同認同感的個體會聚合在一起而產生一個群體，並產生一個群體

認同/集體認同來作為共同的歸屬感。然而在這個集體認同的形塑/發展過程當中，

會愈來愈忽略個人的差異感覺與認知，愈來愈傾向於尋求一種大一統的「集體認同」

的建構，換言之，原先於個體通過對我者/他者之間的差異所建立起來的個體認同，

逐漸凝聚成一股集體認同的同時，卻反過來要求消除個體間的自我認同，要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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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同」能服膺在「群體認同」之下，最好便是讓「自我認同」與「群體認同」合

二為一成為行為主體唯一的認同。而當這種原先經由自然發展，後來卻成為人為建

構的群體認同被要求必須凌駕在自我認同之上成為個人認同的主要依據時，「認同」

作為一個認識自己、瞭解自己的內涵便被徹底的異化了，而藉由認識自己、瞭解自

己進而找到歸屬感的作用也被異化成一種工具式、目的論式的認同建構。近代以來，

西方國家的「民族認同建構」或是「國族認同建構」，很大程度是由這種思維著手完

成的，這種建構也使得認同由個人的自我需要轉變成為一種工具性、目的論式的政

治需要，並被塑造成為一種集體的歷史需要或文化需要。換言之，人們出於各種情

境的塑造而產生對彼此的認同，使他們締造國家，然而這種經由契約而自發性締造

國家的行為，反映出來的其實是人們非自發性的相互認同1。 

   

    然則，作為一個獨立存在的個體，集體認同的建構無法全然取代自我認同的存

在，表現出來的便是一種市民社會的興起；特別是針對當代市民社會而言。如果我

們將集體認同放入一種政治領域來看的話，那麼個體認同便可以代表是一種相對於

政治領域的個人表現領域，這個領域可以是個人的私人領域，也可以是個人和群體

共同組成的一個公共空間，然則，這一個公共空間相對於政治領域而言，對個人存

在很大的自由度，個人通過這個私人領域/公共空間來展現自己的生活，也讓自己的

自我認同由一種被強制/政治範疇意義下的集體認同解放出來。在這裡的認同可以是

多元的、是不受拘束的，這裡的認同可以形成一種共同認同的集合，但卻又允許個

體之間的差異。也因此，當全球主義和資訊主義的興起讓世界運作的規則，由原來

因為個體之間的差異而導致的不相往來或不相瞭解，轉向通過多元或彈性互動形式/

觀念而變得更具包容性時，對自我認同的相互尊重、相互承認也逐漸取代對集體認

同的重視而成為區別/對待一個人的身份象徵，換言之，由集體認同所建構出來的不

                                                 
1 石之瑜，政治學的知識脈絡，（台北，五南，2001 年），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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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國家、民族間的疆界概念，在全球化時代下逐漸被以個人為核心的市民社會所取

代。市民社會在理論上由傳統概念發展迄今，其間雖然經歷過許多轉折與不同人士

的詮釋，也沒有一個共通的說法，但相信無損它在全球運行體系上日益重要且快速

發展的事實。可以如是說，認同的多元化造成市民社會的快速興起，而市民社會的

興起也為多元認同本身提供了存在的依據，兩者在發展上呈現一種相輔相成的辯證

關係。 

 

    中國大陸正是在這樣一個資訊化、全球化的時代面臨一個「認同多元」與「認

同轉向」的問題，不可否認的，在這一波資訊化與全球化的浪潮下，許多傳統的國

際關係上的概念包括領土、主權等概念都受到了侵蝕與重新詮釋的命運，而以行動

個體、非政府組織（NGO）、跨國企業/組織等作為發展內涵的市民社會，也在中國

大陸內部悄然成形。 

 

一、 認同的意涵與形成 

   「認同」是什麼？認同本身便是一個十分難以界定清楚的命題，嚴格說起來，它

所表徵的意涵是：「誰認同什麼」或是「什麼被誰認同」。這兩者乍看之下似乎是同

一種意思，實際上不然，牽涉到的是一種主觀認同/認知與客觀認同/被認知的問題。

換言之，認同可能是主觀的認識到自己所想要的，也可能是一種客觀被動的因為其

他因素所發動的認識。兩者的差別便在於在認同形成的過程中，認同主體是否具有

獨立思考/認識並進而接受的能力。 

 

    我們或許該先對「認同」做一個定義上的解釋，依照學者江宜樺的說法，認同

似乎可以指稱三種不盡相同的涵義。第一個意義是「同一、等一」（on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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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ness）的意思，這是以同一性和差異性的觀點來探討的；第二個意義是具有一

種「確認、歸屬」（identification）的涵意，「確認」是指一個存在物經由辨識自

己的特徵，從而知道自己與他類的不同，肯定了自己的個體性；而「歸屬」則是指

一個存在物經由辨識自己與他物的共同特徵，從而知道自己的同類何在，肯定了自

己的群體性，而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第三種則是「贊同、同意」（approval 

,agreement），這種表現出主觀意志取向的認同意義，是一種日常生活意志選擇的習

慣用語，與我們要探討的認同較無關聯2。     

     

    在學者蔡英文的研究中，「認同」的構成有兩個環節，一是人類的理性反思的能

力，其次則是人對社群團體的歸屬感，他認為認同的意義是扣緊「認同」之形構所

牽涉的兩個環節，一個是自我反省、解釋與「敘述」（narrative）；其次是個人之認

同的形構必然涉及人際和社群的關係；認同是一種建構的過程，在這種過程中，「認

同」/「同一性」與「差異」是同時為建構者所體現的，這種將他者視為「異己」的

建構過程，是認同形成的必要手段，而這種手段的作用則是體現在對自我的反省、

解釋與敘述中所逐漸形/強化的自我認同的建構。換言之，認同的建立絕非是一種「獨

我論式」的，而是行之於個人與他人，以及社群團體的互動過程當中3。 

 

     學者石之瑜則認為，認同問題是人類自始就有的問題，是一種深層的心理現

象，其表述無法透過一般日常的語言，因此當事人自己也未必說得明白。所以為了

分析認同現象，人們提出了「不同」的概念，亦即舉凡任何一認同之表述，必定先

界定並區隔出不同之範圍，「認同」與「不同」構成一體的兩面，人民只要可以指出

自己不屬於哪一個範圍，就等於間接說明自己的認同，而認同與不同兩個範疇之間

                                                 
2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文化，2000 年），頁 9-10。 
3 蔡英文，「認同與政治— 一種理論性的反省」，政治科學論叢，第 8 期，民 86 年 6 月，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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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否則認同變成沒有意義的事4。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即認同的產生/形成不是一個人可以獨力完

成的，而是必須依賴他者的存在，藉由區別/肯定他者與我之間的差異/相同，而後

藉由反省與批判的過程，讓自己產生一種自我心理上的歸屬感或安全感，同時藉由

這種不斷區別/肯定與反省批判的過程，塑造/強化自我認同的形成與建構，而在差

異與相同必然/必須存在一道明確的界限，才能使得認同的建構具有意義。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認同是一種自我歸屬感/安全感型塑與建構，而這種歸屬感

或安全感的產生不會只來自一個面向，所以，人的認同其實是可以相當多元的，可

以大如國家認同、民族認同、社會認同這些關係到群我之間的認同，也可以小如 

身份認同、性向認同、職業認同等這種只屬於自己的個人認同﹔而同一範疇內的認

同也具有可以選擇的自由，例如職業認同方面，可以有如律師、教授、醫師、藝人

等等對不同職業所產生的認同。只是認同雖然可以同時存在不同面向/範疇中，但常

常會有一些認同的價值比重會凌駕在其他認同上﹔有一些認同則會被當成是必須遵

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選擇的，而且幾乎是具有最高性的，例如國家認同便是一

例。而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在近代民族國家/主權國家的形成過程基本上又是息息相

關的，民族為國家認同提供了正當性，而國家為民族認同提供了合法性，而這種國

家認同/民族認同的意義與內涵則構成了現代國家產生的最根本基礎，從而區分出國

際關係運作的種種規範與法則。而國家認同/民族認同乍看之下似乎是從屬於政治範

疇，然而影響所及，卻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面向的運作，也因此，以國家/

民族為前提所產生的政治認同，在當代便自然凌駕在其他認同議題之上，成為最最

重要的一種認同建構與意涵。 

                                                 
4 參見石之瑜，政治心理學，（台北，五南，民 88 年），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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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同在政治範疇的集體意義：國家認同/民族認同與差異 

性的強化 

    由上述的探討，我們得知個人認同的終極意義既然是在為孤單的個人在心靈上

尋得一個歸屬感與安全感，那麼個人認同到最後必然會發展成為一個集體認同的一

環，個人認同/歸屬於一個群體，而這個群體也提供個人情感上的慰藉、安全與滿足，

於是，這個群體慢慢的便會演變成一個種族（race）、一個民族（nation），這個群

體在經濟範疇上的交易行為再加上種種各種生活面向上的互動，會逐漸的演變成一

個部落型社會，而當政治範疇的種種行為逐漸出現時，這個群體便開始由單純的社

會向一種具強烈政治性、排他性的組織建構過渡，然後國家便由此產生。這也標示

著一種近代以來不斷被形塑/建構/探討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於焉產生。 

   

    從政治哲學的面向上來看，國家認同所牽涉的基本議題至少可以分為下列幾

種，包括什麼是國家認同？為什麼要有國家認同？國家認同如何形成？國家認同和

集體認同有何關係？國家認同能否/為何能否改變？等等面向議題的探討5。而這在

政治學上又牽涉到了對「國家」與「認同」定義的模糊與質疑，一個癥結點在於對

國家認同的存在是一個「主觀必要」或是「客觀必要」的問題，說得白話一點，國

家認同/民族認同的存在，是因為人為上的需求而刻意塑造出來的；亦或是這種需求

本來就是必然要存在的？然則要探討國家認同，我們或許必須先從近代民族認同的

建構談起。 

     

    「政治認同」作為認同的一種，所指涉的自然是民眾對與政治範疇相關的政治

行為的認同，如果我們以一般通俗的話來說，政治認同的焦點著重在一般民眾對一

                                                 
5 江宜樺，前揭書，頁 6。 



 13

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政治行為、政治文化等面向上的信任或遵循程度，轉換成一種

對國家整體的信賴與認同。所以，如果由宏觀面來說，政治認同探討的其實便是一

種國家認同行為的表現，又由於近代的國家往往通過是以民族主義為號召來建構一

個民族國家，所以，探討國家認同其實很大程度上等同於探討「民族認同」，或可以

曰之為「國族認同」，這種通過對民族主義或國族主義來形塑民族國家的表現，構成

現代政治認同形塑與內涵/意義一個十分重要依據。 

 

    現代國家的興起與民族主義的建構脫不了關係，然而民族主義建構的原因其實

又和「主權國家」概念的興起有著緊密的結合，主權發展/演變的歷史與現代國家的

演變相對應，它反映了國家與市民社會、政治權力與共同體之間關係的發展。主權

國家何時成為政治生活的最終事實一直存在著爭議，有人認為是在十五世紀後期，

有人認為是從奧格斯堡條約開始，還有人習慣以威斯特法利亞條約為起始點。然則，

這些爭論都無損於主權不管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與十六、十七世紀歐洲的社會經濟

占世界主流發展地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換言之，以歐洲為中心的一套主權論述，

伴隨著歐洲國家的向外發展而擴散到世界各地，這種以西方為中心所產生的主權觀

念，代表的不只是一套思想，還是一套制度，一種談論世界的方式，讓這種西方中

心的主權國家思想擴散到世界各地的同時，伴隨而來的是一套對這種思想的定義/

限制的反思，我們在這裡無能也不想去探討思想家對主權所做出的探討，我們感興

趣的是，民族主義的產生/強化或許也可以從這裡開始探討6。 

 

    民族主義的興起誠然有許多不同面向上的因素，西方主權國家觀念的興起與向

外擴張是一個原因，而人類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

                                                 
6 Joseph A. Camilleri 著，李東燕譯，主權的終結？日趨「縮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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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農業社會組織由於結構因素，利於一種多元文化性質的社會運作模式，不利

於文化和政治單元的聚合，但到了工業時代，對人類生活/世界體系運作規則的影響

其本身所帶來的，有別於農業時代的快速發展與和適應其間所造成的動盪與改革，

以及隨後因為主權國家興起/擴張所造成的全球殖民化運動，這種矛盾與衝突的過程

使得政治與文化的界限面臨重整與修正的命運，而這種強化自我認同與區隔他者的

民族主義/國族主義的興起，遂成為勢所必然的歷史發展，在其後的數百年裡，民族

主義成為人類政治生活中一項最重要的課題7。而「民族認同」也成為政治認同中一

項重要的構成要素。 

 

    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政治認同，其最終的目的便是要求組建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國

家，所以民族國家的要求/產生遂成為民族主義者的終極目標，也因此，如果我們由

這種向度上做思考，民族認同其實便是一種國家認同的展現。 

 

   針對「民族」這一概念的討論一直是政治學界一個十分熱門的話題，因為它所衍

生出來的民族主義/民族認同幾乎構成當代國際政治關係的主要內容，政治學上的

「民族」概念，不同於生物學或社會學上的用法，單純的將之視為是一種群體表現

或區隔不同種類的一種概念意義。正如 Hobsbawn 不認為民族是天生一成不變的實

體，他認為「民族」乃是通過民族主義想像得來的產物，我們可以藉由民族主義來

預想「民族」存在的各種情況；但是，真實的「民族」卻只能視為是既定的後設產

物，難以討論。所以，「民族」是特定時空下的產物，而且是一項人類發明，而這種

發明又與當代的主權國家的產生是息息相關的。Hobsbawn 進一步指出，民族主義

早於民族的建立，並不是民族創造了國家和民族主義，而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了

                                                 
7 Emest Gellner 著，李金梅、黃俊龍譯，國族與國族主義，台北，聯經，2001 年，頁 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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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8。相同的看法也存在 Gellner 的著作裡，Gellner 認為是國族主義（民族--Nation）

產生了國族；國族主義通過將意志、文化與政體三者融合成一個規範，並且用文化

塑造的方式來產生新的國族主義；國族主義的出現並不是國族的意識覺醒與政治的

自我宣示的總和，而是意志、文化與政體三者融合成一個「唯一一種的單元」讓人

們自願且熱烈的認同它9。 

 

    B.Anderson 在其膾炙人口的著作《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將民族定義為是一種

「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它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10。

Anderson 從歷史的角度下手，將民族的起源與形成歸因於宗教信仰之領土化、古典

王朝家族之衰微、時間觀念之改變，特別是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與國

家語言的發展，這些因素使得民族主義成為一種顛覆不破且乍看之下似乎是自然生

成的的意識型態。成為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因應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所這形成的一

種「想像的共同體」，所以，在 Anderson 的認知裡，「民族」這個「實體」之所以存

在可以說是通過時空環境的交互作用而被形塑完成的。而用 Gellner 的看法來說，便

是國族主義是新形式社會組織的結果，立基於深層內化且依賴教育的高級文化之

上，而且各自依靠其所屬的國家保護，如果一個團體無法尋得一個依靠（形成民族

或國家），那他們的文化將逐漸消失，而自然的被融入新民族國家中更廣大的文化裡

面，成為歷史的垃圾11。 

 

    當「民族主義」藉由建構共同的血緣、文化、社會意識及群體情感建立出一種

                                                 
8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台北，麥田，1997 年，頁
12-14。 
9 Emest Gellner 著，前揭書，頁 76。 
10 班那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台北，時報文化，民 88
年，頁 10。 
11 Emest Gellner 著，前揭書，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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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歸屬，並藉由這種認同歸屬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一種強烈的且具備政治意

涵的民族情感與民族意識，這就構成了民族國家的形成的可能因素。民族主義與近

代國家的形成是緊緊扣連在一起的，國家的形成通過以主權訴求為號召而與民族連

在一起，並且通過下列兩種訴求方式而建構出來近代民族國家的面貌12﹔第一種稱

為「國家民族主義」，這是一種多民族國家的操作模式，通過承認在一定領土範圍內

的種族差異性，但要求各種族通過集體效忠來形成一個具有集體意識的國家，並進

而形成一個統一的民族，另一種則稱為「種族民族主義」，則是一種單民族國家的操

作模式，通過要求某一種族在政治上獲得自主性而組成一個國家，藉以凸顯種族的

政治角色，要求單一種族由遺傳、生物上的族群角色轉變為政治角色。雖然這兩種

雖然國家型態組成的內涵不同，但都扣緊了「民族」，由「民族認同」的要求進一步

的向「國家認同」過渡。 

 

三、認同的公/私領域：市民社會在國家/社會辯證發展下的歷

史意涵 

 

    近代以來，認同的塑造或集體化/政治化的表現形成了如上所述的國家認同/民

族認同，然而也因為如此，相對於國家/民族之外，個人愈來愈希望有一塊並不屬於

政治領域的思考/活動範圍，可以讓個人自在/自為於其中，並且個人的自我認同也

可以通過這一塊領域獲得形塑的機會。這一塊領域可以是屬於個人的，也可以是許

多個人的集合體而形成一個團體/組織，但這種集合是非官方/非政治領域所管轄/

控制的。它是人民自發性的作為或集合，並隨時在人民的公/私領域做變換，換言之，

它是一個相對於國家的人民有機的集合，人民在其中通過各種形式產生互動交流，

                                                 
12 李英明，全球化時代下的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台北，生智，2001 年，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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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領域存在公領域內，但卻不在公權力的管轄範圍內，我們可以說，這便是一個

「市民社會」（civic society）。 

 

    市民社會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概念，我們之所以認為它複雜，是因為它所指涉/

代表的問題意識十分的晦曖難明，因為市民社會在歷史上的起點、它所涵蓋的範圍、

它與國家的關係、甚至是它自己的界限與作用都是學界關注的焦點。雖然一般咸認

為市民社會的存在與主權國家的出現可謂一體兩面，但它是先於國家或是後於國家

出現，還是兩者同時並起，相互辯證？它是可以獨立存在的一個非政治領域/空間，

或是必須依托政治領域的出現與運作才能存在的領域/空間，都是令學界爭議不休的

命題。也由於市民社會的概念是如此的複雜多變，所以我們或許可以暫時將這些紛

紛擾擾的定義拋開，而回到歷史脈絡下去找答案。 

 

   「市民社會」這個概念最早被提及，應該是來自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在描述

古希臘的城邦政治時，首先使用市民社會這一個名詞，然而亞氏當時所指稱的市民

社會是一個政治共同體（Koinonia Politike）的概念，是指包含著一切公民的政治組

織和社會，是一個在共同的道德規範與價值合法界定的政治體系下，一切自由平等

公民的公共倫理政治共同體13，是一個以「市民」為主所組成的政治社會運作體系，

不包含奴隸和工人。類似的概念也出現於西賽羅的「公民社會」（civilis societatis）

和「城邦國家」(civitas publica)的概念上14。然則，我們必須尷尬的指出，這裡所指

稱的市民社會的內涵、作用與意義，其實與主權國家出現的市民社會概念具有很大

的其異性。然而不可否認的，上述的市民社會的論述點出一個重要的事實：即是在

國家組織尚未正式出現前，人類已經懂得以政治形式來組織、經營、運作一個群聚

                                                 
13 林琳文，後社會主義中國：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台北，生智，1997 年），頁 45。 
14 參見薩孟武，西洋政治思想史，（台北，三民，民 82 年），頁 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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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並且具有簡單的政治社會形式。 

 

     上述的概念並不適用主權國家興起後對市民社會的認知與解釋，弗格森（Adam 

Ferguson )在其一七六七年出版的《論市民社會之歷史》（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中區分出古典和近代型態市民社會的不同，前者是指古希臘羅馬時

期，公民自由參政以及由法治所形成的城邦共同體；後者則是指十八世紀的英國，

在君主制下所發展出來的商業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將資本主義的興起與市民社會結

合並重新詮釋/闡述市民社會存在與意義的看法，對傳統市民社會的定義是一個很大

的轉變，然而這種看法開啟了現代市民社會概念思考與論述的起點，也讓政治範疇

開始非政治的社會範疇開始產生二元分野15。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提及洛克的市民社會觀點，洛克對市民社會的論述是由對

自然法和社會契約的觀念為開展，從而區分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與自然社會

/家庭社會之間的不同。他十分嚴格的區別出一般由個人和家庭所組成的「自然社會」

與後來發展成國家的政治社會/市民社會是不同的。洛克的政治社會/市民社會是指

人們為了避免自然社會的種種不便，所以聯合起來，利用通過契約的方式來組成一

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可以是民族、政府、國家，生活在共同體裡面的人們必須放

棄自己在自然法上所賦予/擁有的權力，將人際互動之間的裁判與執行的權力交給市

民社會/政府/國家。因此，是否具有共同制定的法律，可供申訴以及有權裁判和處

罰罪犯的司法機關等，就成為判別一個社會是否進入市民社會的標準，而這也成為

判別市民社會和其他社會的標準16。由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在洛克的認知裡，市民

社會的存在作用等於是一種通過對私人權力的讓渡來換取生存保障或更大利益的一

                                                 
15 蔡英文，「公民德性、市民社會與主權國家：現代市民社會論述之探討」，政治科學論叢，第十期，
民國 88 年 6 月，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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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群體組織，而這種群體組知識具有政治意涵的，或甚至說就是等同於政治社會，

所以，在洛克的觀點上，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是劃上等號的。 

 

    另一個對市民社會思想產生深遠影響的思想家是黑格爾，黑格爾對市民社會的

定義是「各個成員做為獨立的單獨個體（人）的聯合，因而也就是在抽象普遍性中

的聯合，這種聯合是通過成員的需要，通過保障人身和財產的法律制度，和通過維

護他們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所建立起來的17」。黑格爾的市民社會中主要

有三個環節：需要體系（system of need）、司法體系（administation of justice）和警

察與同業公會（corporation）。需要體系是市民社會之所以存在/運作的基礎環節，每

個獨立個體因為需要而與其他個體產生互動關係，這種互動關係是一種利己/自私的

需要，無關其他的價值指涉。而司法體系則是作為個體組成聯合體以進行互動交換

時的一種限制規範，避免這種交換行為的運行，會變成類似前自然時代的弱肉強食

規則，奠定了近代「公正」（justice）思想的重要性。而警察或同業公會的作用，則

是一種讓市民社會邁向國家發展的先驅，警察象徵公共權力，同業公會則象徵以一

種組織性團體來取代個人主義的存在。所以，由這些分析我們可以知道，黑格爾所

敘述的市民社會是一個「市場化」的社會，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與別人進行交易互

動，隨然彼此依賴，但出發點卻是以自利為主18。在這裡，黑格爾將「市民性」與

社會結合，開啟現代性市民社會的意義，他分離了國家與社會的領域，賦予社會一

種「市民性」的意涵，因此「市民性」取得了社會的內涵，因此與古典共和式的的

公民社會意義有個根本上的差異19。在黑格爾的論述裡，由於市民社會是一種私立

取向的，所以，自然比不上以倫理、道德、利他取向為主的國家，所以「國家高於

                                                                                                                                                 
16 林琳文，前揭書，頁 48-49。 
17 黑格爾著，范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 173-174。 
18 石元康，「市民社會與民主」，收錄於殷海光基金會主編，市民社會與民主的反思，（台北，桂冠，
1998），頁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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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國家至上」的原則成為黑格爾國家與社會關係哲學論述的結論。 

 

    然而，黑格爾的思想受到了馬克思的挑戰，馬克思以辯證法在黑格爾的市民社

會思想上進一步做出「創造性翻轉」。黑格爾區分了國家/政治與市民社會的分際，

而馬克思將它做了「翻轉」，馬克思通過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同時也融合了他自

己對資本主義的研究心得，認為黑格爾是通過神秘主義將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顛

倒過來了。黑格爾把市民社會和家庭看做是從屬於國家之下的一環，而不是把國家

看成是從作為家庭和市民社會的成員而存在的群體中產生出來的，這是一種「頭足

倒置」的觀念，馬克思強調，政治國家沒有家庭和市民社會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它

們是構成國家的必要條件20。換言之，不是國家產生市民社會，而是恰恰相反，市

民社會是國家的前提21。 

 

    馬克思對市民社會的看法，相當明確的表現在其以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基礎的著

作《德意志意識型態》中，他提到：「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闡述現實的生產

過程，並且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繫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

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做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

時從市民社會出發來闡述意識的各種不同的理論的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

德等22。」馬克思也提到：「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受到生產力制約，同時也制約生

產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市民社會包括各個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

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它包括該階段上的整個商業生活和工業生活，因此它超出了

國家和民族的範圍，儘管另一方面它對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態出現，對內仍然需

                                                                                                                                                 
19 蔡英文，「公民德性、市民社會與主權國家：現代市民社會論述之探討」，頁 
20 林琳文，前揭書，頁 63。 
21 郭定平，「我國市民社會的發展與政治轉型」，社會科學，1994 年第 12 期，頁 53。 
22 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型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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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組成國家形式。…….市民社會始終標誌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

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上的上層建築

的基礎23。」 

     

    馬克思的這一段話點出了市民社會的經濟性，在他的看法裡，市民社會是相對

於國家的另一個人類行為的領域，這個領域是以生產力和為生產力而來的交往形式

作為存在/行動基礎的，換言之，這是一個由經濟行為所構成的互動空間，並且是發

展成其他互動領域的最原始、最基本的領域/空間。這就徹底的區隔開了市民社會在

政治與經濟範疇上的意義，然而這並不表示經濟範疇和政治範疇在市民社會中是可

以一刀切的，因為上下層建築是互相辯證發展的；下層的經濟互動構成市民社會，

市民社會影響了政治，而政治的作用又反過來影響了經濟，這是一個相互制約/辯證

的過程。另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馬克思在這裡似乎也為市民社會的全球性發展預

留了一個伏筆，因為他將國家與民族的產生描述為是相對於市民社會存在的一個「對

內」和「對外」的姿態與形式，我們或許可以相信在馬克思當時並未將市民社會與

全球化直接聯想在一起，但是既然馬克思是以關注「全人類的階級」作為其理論論

述的核心點，那人類「私有的」市民社會的發展超出國家民族的界限而延伸出去，

不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嗎？ 

 

    會使我們做出以上詮釋/聯想的原因要來自葛蘭西對馬克思市民社會的理論修

正與詮釋，葛蘭西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對市民社會概念有其特定的含意。他認

為市民社會概念基本上應該是屬於意識型態上層建築的範疇，指的是同制定與傳播

統治階級意識型態有關的一切私人的或民間的機構的總稱。統治階級意識型態表現

                                                                                                                                                 
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頁 92。 
23 馬克思，前揭書，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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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如宗教、文藝、教育、思想、倫理道德等，而傳

播和制定的機構如政黨、工會、教育單位、大眾傳媒等等，這些機構透過日常生活

的操作機制，使得人民在自覺/不自覺中接受了統治階級所欲傳達的思想和意識型

態，並將之當成日常生活中的常識24。葛蘭西探討市民社會的作用最主要是要闡明

文化霸權（hegemony）的作用概念。他認為上層建築領域主要分成「政治社會」和

「市民社會」兩大塊，在國家發展的初級階段，市民社會的存在/生成並不明顯，國

家和政府/政治社會是同義詞，然而在國家發展的成熟階段，國家就該包含市民社會

和政治社會，即國家＝市民社會＋政治社會，然而又因為市民社會是社會組織的集

合體，所以兼具有商業活動意義上的經濟社會行為和傳播文化霸權的文化社會行

為，所以，國家又可以等於經濟社會、文化社會和政治社會的總和，即國家＝政治

社會＋經濟社會＋文化社會25。 

 

    在葛蘭西的看法裡，市民社會不再單純的作為一個商業活動的經濟範疇，而是

成為一個相對於政治社會卻又與其相輔相成而組成國家的社會組織體存在。市民社

會不應該被單純的視為人類經濟活動的場域，它同時也是人類完成文化思想活動的

空間，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的結合，構成了現代國家統治/宰制人民的全部內容。在

這裡，市民社會的意涵/作用又往前邁進了一大步，它儼然已經成為一個代表相對於

政治社會卻又同時支撐著它的其他社會的集合了。 

 

    近代談論市民社會最為人所熟知與推崇者，當推哈伯瑪斯了，哈伯瑪斯對市民

社會的探討，主要是為了現代資本主義發達與民主政治的運作下所產生的「合法性

危機」來做其論述重點。哈伯瑪斯強調對「合法性」的要求必須來自「社會整合」

                                                 
24 何增科，「市民社會與文化領導權：葛蘭西的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3 年第 3 期，頁 28。 
25 參見李英明「當代馬克思主義」上課筆記，民 8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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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ntergration）和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哈伯瑪斯把社會系統分成三個獨

立的次系統，即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系統，而在社會文化系統中，人們進行社會

整合，並由此取得認同歸屬並由此產生價值與需求的意義與滿足感，而市民社會便

是進行社會整合的重要場所/空間。經濟與政治的整合只是一種制度/現象的整合，

無法提供類似的意義與滿足感，所以社會整合的過程成為建構國家合法性的來源。

也因此，市民社會在其中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哈伯瑪斯認為，現代市民社

會是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形成的一種獨立於政治力量的「非政治領域」，

包含以個人為主體的「私人領域」和以群眾集合為主體的「公共空間」，其中「私人

領域」是指以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系統，或稱之為「狹義的市民

社會」。而「公共領域」則是指由私人所組成、不受官方控管的有機組織體，像是社

團、俱樂部、出版、新聞等非官方組織或機構，是一個私人構成的「公共領域」26。 

。然而，哈伯瑪斯也沒有忽略政治力量對市民社會的滲透與入侵，他同葛蘭西一般，

強調的是政府如何通過文化、思想、意識型態等面向的塑造/建構來向市民社會展開

自覺/不自覺的宰制與操控。 

 

    綜合上述意見，我們可以瞭解，市民社會其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概念，它是

隨著歷史的演變與時代環境的變遷，而具有不同的發展與意涵。不能將市民社會當

成是一個僵化的、具有一定所指意涵的概念，而必須將它與所處的時代環境連結，

才能做出正確的時代意義，換言之，市民社會是一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歷史辯證下

的產物/概念。套用德理克的話，「從歷史上來看，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問題是與『社

會的』概念同時出現的。後者視社會為一對抗國家的自治領域。無論是從歷史還是

從邏輯上來看，社會與國家在概念上的分野都是產生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等現代理念

                                                 
26 方朝暉，「市民社會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合法性：論哈伯瑪斯的合法性學說」，中國社會科學季刊，
1993 年第 3 期，頁 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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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條件27。」 

 

四、當代中國大陸的政治認同與市民社會興起的討論 

 

    我們不諱言的指出，我們於上一章節所做的市民社會的概念探討，其實是根據

中國大陸學者對市民社會的主流研究觀點在走的，這是因為我們研究的焦點是在中

國大陸的市民社會研究上，所以必須要對中國大陸學界對市民社會的研究發展脈絡

有所認知。至於中國大陸內部是否已經有市民社會的存在？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

題，然而中國大陸學界在九０年代以來針對「市民社會」這個議題的探討愈來愈感

到興趣也是一個不爭事實，論者習慣從市民社會的定義、中國是否存在市民社會以

及中國市民社會的情形該是如何做出論述，然而，這種情形其實或多或少也反映出

另一股不屬於國家/政府的公共空間/市民空間正在悄然且自發性形成。 

 

    我們或許必須提出，「市民社會」這個概念早期在中國大陸幾乎可以被是同於是

一個禁忌，然而，九０年代以來的種種局勢發展，都預告一個市民社會在大陸的出

現、成長以迄日漸成熟壯大是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當民間基於於意識型態桎梏的

解放而導致認同的多元化時，中國大陸民間便開始凝聚市民社會出現的能量了，除

了現實種種因素的推動外，學界對市民社會的高度興趣也是另一個讓市民社會這一

概念可以快速的落實到一般民間的原因。當時學界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探討中國歷史

上是否存在過市民社會28？什麼是中國的市民社會29？以及現階段市民社會發展的

                                                 
27 Arif Dirlik 「當代中國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鄧正來譯，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第 4 卷，1993，頁
19。 
28 參見夏維中，「市民社會：中國近期難圓的夢」，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第 4 卷，1993，頁 177-182。 
29 鄧正來、景躍進，「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第 1 卷，1992，頁 58-68。朱士
群，「中國市民社會研究評述」，社會學研究，1995 年，第 6 期，頁 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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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或困難點在哪裡30？也有學者從西方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研究市民社會的現

代性意義為何31。雖然當時的學者研究仍然侷限於市民社會的定義和片段式論述，

但也開啟了研究和關注市民社會存在/發展的事實。當時學界對市民社會的看法和理

解大概可以歸納成幾種：第一種是認為市民社會主要限於經濟領域，它由以營利為

目的的各種社會組織所組成。第二種認為市民社會除了經濟領域外，也包括非經濟

的活動空間和功能，如從事社會福利、文化和其他公益活動的各種民間組織，把「公

共領域」納入市民社會的概念。第三種則是認為市民社會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它

與國家相區別，即它具有「市民性」/「非政府性」；另一方面，它又與以原始血緣

關係為組合紐帶的社會群體（如家庭）相區別，即它具備「社會性」/「普遍性」。

第四種則直接認為市民社會具有五大特性，即自立、自主、自律、個性自由及多種

多樣性的社會組織。第五種則主張將市民社會從經濟系統分化出來，使社會文化系

統具有獨立的地位和自我運作邏輯，從而形成社會文化國家/經濟系統的三維結構，

市民社會成為一個公共領域和社會整合、文化生產的載體32。這些意見顯然是學者

針對西方對市民社會的研究所提出來的整合性意見，內容雖然分歧，但市民社會的

「公共領域」特性已經被強調出來，而且這種討論的本身，也就是一種有別於國家

機器的市民社會運作的具體表現。 

 

    因為中國大陸是一個以馬列主義為意識型態理論依據的社會主義國家，所由馬

克思主義下手來解讀市民社會的意涵，也成為學者熱門的研究課題，然而，如果單

純從馬克思原典上的觀點來看，市民社會幾乎就等同於是資產階級社會，學者項光

勤曾經歸納出中國大陸學界對馬克思市民社會的主要意涵有下列五點：第一個觀點

認為「市民社會」只是馬克思在早期由黑格爾那裡借用的一個不成熟的概念，晚期

                                                 
30 蕭功秦，「市民社會與中國現代化的三重障礙」，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第 4 卷，1993，頁 183-188。 
31 童世駿，「後馬克思主義視野中的市民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第 4 卷，1993，頁 18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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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經濟結構」、「經濟基礎」、「生產關係總和」來取代。第二個觀點則認為在馬

克思的論述裡，市民社會自始至終等於生產關係或經濟基礎。第三種觀點是認為「市

民社會」在馬克思的論述裡就是指「階級資產社會」，兩者算是同義詞，這是由馬克

思的德文原文 burgerlichc Gesellschaft 有時當成資產階級社會，有時又可作為市民社

會的用法而來的。第四種觀點則是認為市民社會是在「物質生活的交往形式」這一

意義上使用的。第五種則是綜合，認為在馬克思的德文原典中，所謂的 burgerlichc 

Gesellschaft 有三種不同的含意：一是經濟基礎的近義語，指一切時代的物質生活的

總和；二是指不同於自然經濟社會和未來社會的整個商品經濟社會；三是指近代西

方發達的商品經濟社會，這三種含意都能解釋或理解市民社會，但它並沒有一個可

供全面認識或理解的意義33。上述這五種看法不管是哪一種，都將「市民社會」與

「經濟社會」/「資產階級社會」掛靠在一起。然則隨著中國大陸情勢的變遷，民間

社會/市民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力量愈來愈受到重視，愈來愈多的學者投入市民社會的

研究，也讓原本侷限在探討市民社會定義和內涵的學者們，轉向對承認市民社會的

出現以即它所帶來的效益做出研究。 

 

    中國之所以會興起這股研究市民社會的熱潮，學者德理克認為可以歸因於兩個

方面，第一個方面是中國政治自八０年代以來改革開放所獲致的發展成果，提供了

全球性社會主義社會劇變的可能。尤其是東歐社會從七０年代以來對官僚社會主義

的抨擊，促使人們重新提出對市民社會概念的重視，並視其為證明社會有權對抗國

家的工具，而這一種強調自治的主張以及隨之而產生的對市民社會所產生的關注，

在八０年代後期在中國更是明顯。第二個方面則是來自於學者對於晚清和民清時期

的中國研究，這些論著對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國家與社會的互動模式作了徹底的研

                                                                                                                                                 
32 景躍進，「市民社會與中國現代化學術討論會術要」，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第 4 卷，1993，頁 197-202。 
33 項光勤，「國內近年來有關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的研究綜述」，學術月刊，1995 第 7 期，頁 10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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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中國的市民社會/公共空間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討論34，德理克的說法較偏於對

學術界的影響，對中國內部市民社會的實際興起與發展則較少關聯。 

 

   中國大陸學者俞可平則是由中國整體發展和中國內部的非政府組織觀點，來探討

市民社會在中國形成與發展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它是藉由區分「治理」(governance)

與「統治」（government)在作用上的差異來看待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的。俞可平

認為，八０年代後中國大陸市民社會慢慢的成長，並且具體的表現在民間組織的數

量迅速增加、民間組織的種類大大增多、民間組織的獨立性明顯強和民間組織的合

法性日益強大四個方向，而造成這些表現的客觀原因則是因為政府日益重視法治與

法制而讓公民結社自由開始有了實質上的意義、政府大幅度放權以及八０年代後政

府的職能轉變等三個因素。他認為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奉行的是一個政治上高度

一元化的組織和領導體制，公/私、國家/社會、政府/民間幾乎是合在一起的，當時

民間組織/市民社會/公民社會幾乎就直覺式的被當成是與國家/政府相對立的資產階

級社會，改革開放以後，一方面獨立於政府之外的民間組織大量出現，加速了市民

社會興起的發展事實，另一方面，伴隨著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

變遷，使得傳統的政治意識型態和價值觀受到挑戰，人們有愈來愈多新的意識型態

和價值觀可以為人民所選擇/接受，與此相對應的是人們逐漸接受市民社會興起/存

在的事實並接受/討論它，而市民社會的發展也逐漸在學術界、一般民眾和官方中都

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地位。俞可平的論述中強調了以「治理」的觀念來看待國家

與市民社會的關係，算是一項蠻有意思也符合時代潮流的看法35。 

   

    然而，我們必須瞭解到的是，中國大陸這一波市民社會的興起與發展和學理上

                                                 
34 Arif Dirlik ，前揭文，頁 20-21。 
35 俞可平，「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的變遷」，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9 年秋季號，頁 10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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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爭辯與討論，是建立在一個以資訊化、全球化為基礎條件的全球化浪潮邏

輯思維上的。換言之，中國大陸內部認同的多元取向以及市民社會的興起與發展，

並非如西方一般是經過歷史演變的發展與反思後所得到的結果，而是在全球化的浪

潮下直接/直覺式的被納入這種可以稱為「後主權時代」的思維中而產生的。 

 

    二次大戰結束後，主權觀念主要被分為外在（external）和內在（internal）

兩個層次來理解。從外在向度論主權，主要是指涉國家和外部國際社會的關係，強

調國家必須獨立於外在力量之外，不可受制於國家之外的其他權威，並且擁有在自

己領土內的完全和獨佔的權力；而從內在向度論主權，主要是指涉國家和其他內部

社會的關係，強調國家擁有比在領土範圍內其他權威更高的位階，並且有權利去統

治和控制領土範圍內的社會各個領域甚至包括個人的生活和行為。從外在向度呈現

的主權又被稱為法理主權，而從內在向度所呈現的主權，經常又被稱為經驗主權 

法理主權又可細分為兩個層次：威斯特伐利亞主權（Westphalian Sovereignt）和

國際法主權（international Legal Sovereignty）。前者主要是通過強調互不侵犯

和干涉原則做為支撐和保證；而後者主要是通過強調國家間相互承認原則作為基

礎。至於經驗主權又可稱為內政主權（Domestic Sovereignty）。但是伴隨資訊科技

的發展，以及諸如環境和生態問題的湧現所促成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和網絡的出現和互賴（interdependence）程度的不斷提升，已經促使得主權的內外

在向度的界限逐漸崩解中36，並且已經使互賴向度成為我們思考主權問題時必須考

量的，而互賴主權也儼然成為我們必須正視甚至接受的範疇37。國家通過互賴向度，

雖然一方面必須讓渡主權，但另一方面卻能展現國家處理跨國事物和問題的能力。

                                                 
36 Stephen D.Kranser,Sovereignty:Organized Hypocrisy,(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99),pp3-16. 
37 R.A.W Rhodes,'The New Goverance: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Political 
udies(1996)XLIV,pp.653-660'Lawrence S.Finkelstein,What Is Global Governance', Globa 
Govermancel(1995)pp.367-372.,張亞中，『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主權與權力的解析』，全球治理與國
際關係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外交系主辦，民國 90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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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互賴主權的發展，也逐漸成為國際社會對主權概念行使的新典範，成為處理國

際關係的一個重要依據，主權概念在國際關係的應用上不再強調其傳統不可侵犯的

特性，而代之以一種互相尊重合作的方式來操作，我們可以將這種國際關係的轉變

稱為是一種「後主權時代」38。 

 

    造成這種後主權時代來臨的一個重要原因，很大程度便是因為資訊科技發達的

緣故，這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之所以可以快速的向世界各地擴散並且讓人人都無法抗

拒或招架，便是由於資訊科技的一日千里，造成人的日常生活形態受到了徹底的顛

覆，包括生活習慣、日常作息、休閒娛樂甚至是商業行為、產業競爭、經營管理都

呈現與以往工業主義時代截然不同的面貌，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縮得更短，也讓時

空因素不再成為人際交往間一個無法跨越的障礙，這種科技資訊主義時代的來臨，

除了對個人層面和社會層面發生作用外，也對國家行為和國際關係的發展與運作都

產生徹底的變革，讓世界圖像的運作方式呈現出一種新的方式與新的格局。沒有任

何人或國家可以置身其外，每個人都在自覺/不自覺當中被捲入這一股時代發展的浪

潮中。 

 

在這裡我們也可能落入另一個「全球市民社會」的陷阱裡，認為在這種以資訊

科技主義為載體的全球化時代，各個國家中的市民社會將會透過資訊科技而彼此結

合在一起，如此，將會使全球更趨向一個整體，而使得國家的概念愈來愈不明確甚

至被社會概念取代而消亡，這是一個很大的迷思與誤解，因為市民社會的產生與國

家的存在是一體的兩面，以作用範疇來說，是政治與非政治領域的「區隔化」，社會

的出現必然先於國家的存在，然而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國家的出現又必然是因應

於社會運作的發展需要，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所以，放大到全球格局來看，每個國

                                                 
38 相關概念參見李英明，重構兩岸與世界圖象，（台北，揚智，民 91 年），頁 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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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市民社會卻又都是依托著其國家的存在而產生作用的，在「全球化」的世界格

局中以「本土化」的思維來產生自己的市民社會，然後再以「本土化」為操作基礎

去的認知理解「全球化」思維下的市民社會應當如何型塑/運作，換言之，縱然市民

社會的興起已經是一個時代的潮流，但在每個國家/民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國家/

民族/政治認同時，市民社會是呈現一種全球化/本土化相互依存的辯證發展。 

 

    也因此，我們必須扣緊全球化的向度來看待中國大陸的認同多元化和市民社會

的興起發展，中國大陸市民社會從來就不是在一個封閉的國家/區域領土內被形塑或

發展出來，恰恰相反，它是由外向內以及由對內反思所產生的一股張力而形成的。

西方的思想/價值觀進入中國讓中國人民用來檢視/反思國家機器/官方的作為，然後

再由國家機器/官方所強調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向度去尋找自己的認同與定位，

這即是說，中國人民一方面藉由外來的觀念/價值觀凝聚成一股相對於國家的力量，

同時藉由外來資源的幫助/挹注而讓這股力量蓬勃發展；但另一方面，基於中國本位

的思想，中國人民所形成的這股力量卻不會全然偏向西方，而是以一種「面向世界

開放」，卻更「堅持本土立場」的思維來塑造自己的認同觀和市民社會，用中國人民

的話來講，這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市民社會」。 

 

    這種「有中國特色的市民社會」，與西方歷史中發展的市民社會存在很大的差

異，它不是通過契約而形成的，它沒有經過西方市民社會那一段演變發展的過程，

它直接是相對於國家而形成的另一個「私人領域」/「公共領域」，它出現的原因是

為了承載更大限度的自由表意與活動的空間，而這種更大限度空間的出現要求不僅

是來自人民的自覺，更大程度是來自對外來/國外對照組的比較與嚮往，同時通過與

國外/外來勢力的互動交流，更加肯定這個空間的必要存在性，也因此，中國的市民

社會，一開始便是一種開放式的、全球化的，他不只是中國的/東方的市民社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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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備全球化/本土化交融發展的市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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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認同的建構與市民社會的興起 
 

    中國這個概念並非自古便自然形成的，在歷史的發展上，我們可以見到不同朝

代的興亡更迭，同時也可以看到不同民族間的互斥與對立，一直到了清朝時代，滿

漢之分仍然是一件攸關民族大義、大是大非之事，所以，要談中國認同的形成，我

們不能直覺式的將它認為是一種「給定的」或「既定的」，而必須瞭解它是一種歷史

建構和發展的產物。要瞭解「中國認同」的建構背景，相信必須要回到清末民初那

一個讓中國受盡屈辱的年代去找尋起點與答案。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期清朝與世

界接軌的經驗，讓中國的思想界產生驚天動地的大翻轉，同時也讓中國進入了自我

主體覺醒/建構的時代，而這種主體覺醒和建構的過程，就構成了近百年來中國歷史

發展的全部內容，要探討中國認同的形成和當代中國市民社會興起的源由，我們就

必須回到歷史軌跡中去尋找答案。 

 

一、中國認同的發韌與建構：由民初到毛澤東時代 

     

    要探討民國初年時的思想混亂，就必須回溯到滿清末年的歷史，甚至也必須回

溯到滿清發跡時的歷史。無可否認的，十九世紀是中國一個大變局的開端，是革命

的年代，也是東西方真正交流的開始，滿清皇朝面對的不只是來自西方的武力入侵，

還有國內不斷的內訌產生，兩者交錯傾輒為滿清末年寫下了欲振乏力的輓歌。而中

國人的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也在這一連串的動亂與失敗之中逐漸消失殆盡。 

 

    我們其實很難評斷真正讓中國人民民族自信心喪失的根源為何，儘管在今天我

們已經很習慣將中國視為一個整體/主體，但終滿清一代，清政府其實始終被視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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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入侵者」、是「蠻夷之邦」的，漢民族始終是以「驅逐達虜、恢復中華」為己

任的，如果不是西方外族的入侵終於使得中國人民意識到中國（我群）/西方（他者）

的不同，使得中國的民族主義在這一段時間與空間的作用下中由地緣和歷史淵源的

角度跨越了傳統對中原的文化、血緣、歷史的認知而凝聚出一股更大的「中國意象」

的話。中國今天是否能成為一個全球體系中完整的「個體」，或許尚待考驗39。 

 

     由於中國的民族自信心在十九世紀仍是那麼的晦曖難明，所以在十九世紀中國

人對「我者」和「他者」之間的概念事實上並不是一個十分完整的概念：在清政府

眼中，一般漢族將領包括綠營兵士和西方來的傳教士其實都是一種「他者」，只是親

疏遠近有別而已，而在傳統的漢人民族眼中，清政府又何嘗不是一個他者40，只是形

式比人強而不得不承認其統治地位而已？像這種彼此之間互視對方「非我族類」的

心態，其實是一直充斥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對廣大的中國內部而言，其實是存在著

不同的「認同」/效忠理念，而非是單一的、大一統的「中國認同」，相對於此，反

而是以入侵者之姿來看待中國的西方人，他們的「中國認同」意涵便顯得單純多了41。 

    這種西方對中國的單一認知取向，影響了中國人對自身國家民族意識的重新反

                                                 
39 Frank Dikotter 曾經論及，中國菁英的文化觀存在兩種迥然不同但又互為關連的觀點，即一方面宣
揚普遍主義的理念，認為外夷都是可以被漢化的，但另一方面，當中國人的文化受到威脅時，就強
調地域、種族的特殊主義，無非都是對漢族、漢文化優越性的強調。而 Evelyn S.Rawski 認為，滿清
的政治模式並不是一個民族國家，其所要建構的也不是單一族群的認同意識，而是包容滿、漢、蒙、
藏等異質文化共同存在一個鬆散、人格化的滿清帝國，將各族的政治菁英吸納入清朝集團的統治當
中，以維持一個多元文化的世界觀。溫洽溢據此，則分析出滿人之所以可以維繫政權的關鍵，不在
其漢化的程度，而在其能採取彈性因應的文化政策，整合帝國內的人民，共同構築一個多元文化的
世界觀。溫洽溢的觀點反映出來的便是一種多元文化認同包容共存的現象，換言之，是「漢」/「滿」
共存而非「漢滿一家」，上述論點，請參照史景遷著，溫洽溢、吳家恆譯，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台
北，時報出版，2002 年），頁 258-259。 
40太平天國曾經發佈《奉天討胡檄》一文，文章中充斥了「排滿興漢」的思想，顯現出在漢人心中，
仍是以夷狄看待滿人，以漢人代表中國，而是不將其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參見《奉天討胡檄》引自
李氣虹，後冷戰時期中共的民族認同，（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碩士論文，民 87 年），頁 23。 
41 這裡西方的「中國認同」事實上指的是「中國印象的認同」，指的是西方由啟蒙以來對中國的看法，
從黑格爾以降，將中國化約成東方的一部分，將中國視為一個古老的、落後的、專制的國度，對西
方而言，中國就是一個存在相對於西方的東方國度而已，將中國看成一個整體，有一套論述方式，
這套論述方式是為了方便西方瞭解/接觸中國所建構出來的，是西方中心觀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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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建構。當西方的船堅砲利為中國帶來千年未有之變局時，對整個清朝政府/中國

人民而言起了一種結構性的變化，讓原本由滿人和漢人所維持的一種矛盾的對立/

融合的情況，也因為外力的介入而出現了改變。滿人和漢人之間的二元對立/融合關

係出現了一個第三勢力，這個第三勢力的介入最初並未對中國的內部的最高主權擁

有者有一個明確的認同，甚至利用中國內部滿漢之間的分歧性，來方便自己在中國

勢力的拓展，太平天國之役便顯現出這種情形。一直要到一連串的中國受制於外人

的事件發生，甚至造成京師震動、門戶洞開之後，中國人才開始興起了一股同仇敵

慨之心，滿漢民族同時認知到自己相對於西方是一個整體，是一個統一的「中國」

概念。中國的民族認同在這種情形下才被察覺並進而被形塑42，摒棄傳統由中原夷狄

等地域主義來區別同異的標準，而由一個大一統的民族國家認同取代了傳統的族群

認同，「驅逐韃虜」的思想也被新的民族平等共榮的思想所取代。 

 

    然而，當中國的民族認同在這種藉由對比於西方這一個「他者」而建構/形塑完

成後，首先必須面對便是一種民族自信心的喪失與自我認同的迷失，換言之，中國

的民族認同建構是在於對民族自信與尊嚴喪失後所產生的反思與覺醒中產生的，這

種中國認同的重建構也可以說是來自於對他者的抗拒所產生的一種追尋。這種由負

面影響所產生的認同覺醒，會使得中國人民藉由對現存的體制、現狀的不滿與反抗，

來維繫/強化這種認同建構的必要與作用，也因此，滿清帝國的覆滅便成為一個必然

的結局了。 

 

                                                 
42 史景遷認為，一九八九到九九年間，列強對中國的施壓與蹂躪，使得中國在擔心被「瓜分」而產
生對列強的敵視與驚懼的氛圍中，中國悄然萌生一股蓬勃力量，這種力量表現的方式各不相同，但
可以用「民族主義」一詞加以概括，對中國人而言，民族主義包括他們與外國列強、滿清關係的一
種新而迫切的認識。民族主義同時也彰顯中國人為了民族的生存，必須團結一致的相應認知。中國
民族主義的增長與複雜，是晚清社會重新追索自我定位的一個面向。見史景遷著，溫洽溢譯，追尋
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台北，時報文化，民 91），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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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國終於建立一個一致的認同時，西方的存在勢不可免的成為中國認同強化

的對比目標，特別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事務的干預和對中國主權的干涉，更被中國

人民視之為是一種莫大的侵略與侮辱，也因此，雖然西方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從

未真正的在中國的領土上開花結果乃至殖民中國，但它這一套操作模式卻深深的影

響了中國，中國雖然沒有真正被殖民過，卻產生了一種被殖民或是被佔領的恐懼感

與厭惡感，這種恐懼感與厭惡感讓中國人不只讓中國人對自己的國家民族感到失望

與悲哀，更因此對西方升起了一股反抗之意，然而，這一種對西方的恐懼卻也讓中

國人民對西方充滿了羨慕與憧憬，希望能夠由西方找到可以讓中國重新發展/站起來

的方法。這種心態，一方面讓中國人希冀從西方的思想/行為模式中找到一套既可以

讓中國重新站起來，又可以與之抗衡匹敵、不與其相同的思想依據或行為模式來。

中國人在對西方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表示憤怒的同時，更希望能「以子之矛，攻

子之盾」。這種當中國人對自身的傳統思想文化感到迷惘、失望與不足之時，而希望

能由外面找到一股讓中國得以「新生」的力量，促使西方的思想絡繹不絕的進入中

國，開啟了中西方思想第一次真正以現實/實用的觀點來產生「對話」。而馬克思主

義便是這樣的進入了中國，並且伴隨著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而成為中國認同建構的重

要依據與內容。 

 

    中共早期服膺馬克思列寧主義，可以說是著眼於它所具有的革命實踐意涵，由

於當時的中國所處的環境險惡，使得思想/主義的本身在實踐作用上的功能自然要能

強過理論作用。特別是早期的中共成立是十分具有理想性，對他們而言，西方的帝

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國內的軍閥、國民黨以及資產階級都是必須要打擊、推翻的對

象。馬克思主義用唯物史觀來分析歷史和社會的發展過程，再以帝國主義、資本主

義的興起引導出近代社會對人所產生的異化和宰制現象，並且用階級形成與分化觀

念來論述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的現象與根源.。最後再提出一套階級鬥爭的理論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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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社會主義的到來應當如何完成。這一套理論在經過俄國革命和列寧的闡述增益後

顯得更為完備，它描述出了中國當時所面對的種種內憂外患現象的背後所隱藏的操

作意涵就是一種階級對立、資本分配不均所衍生出來的問題，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則

必須經由武裝革命、階級鬥爭和消滅私人資本，建立出一個新的社會主義中國。 

這對當時的中共而言，是充滿說服力與誘惑力的，也因此，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認

同建構，便這樣一步步的被導向藉由反對/抗拒西方而採用另一套適合中國革命實

踐，一套與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思想南轅北轍、大相逕庭的馬列社會主義思想

上來。而這種中國認同的建構工程便完成在毛澤東的手上。 

 

    毛澤東在中共黨史中的地位無人能及，他在遵義會議後進入中共的領導權力核

心，並藉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口號整肅國際派，並且在四０年代初的「延安

整風」後讓自己的思想成為中共黨內意識形態的最高準。「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共黨

內革命建設指導的最高原則，一直到他七０年代中葉死亡為止以前皆然。毛澤東之

所以有能力做到這一點，說穿了，便是他巧妙的將馬列主義與「中國認同」/「民族

認同」的操作結合在一起，為中國的認同建構找到一個遺忘/去除屈辱的過去，迎向

一個嶄新/充滿希望的未來的突破點。 

 

馬克思主義本來就是西方的產物，所以馬克思主義帶有濃郁的西方中心/西方

時代色彩本就是無可厚非之事，也因此，馬克思主義在東方社會中的適用性/相容性

仍帶有一定程度的侷限。第一個針對這個問題做出修正/改善的是列寧，列寧很巧妙

的將這一套西方中心觀點下的東方論述轉換成一種東方/蘇聯論述。列寧提出許多革

命理論來論證在蘇聯的革命是有別於西方革命的，這不僅是由於東西方的發展不

同，也由於在當時蘇聯所處的時空環境條件不同與馬克思論述時的革命環境，也因

此，列寧在大原則下保留了馬克思主義的論述，但在實踐上卻將之「俄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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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fied）43。這一舉動至少代表了兩層意義，首先是馬克思主義雖然是西方的產

物，但在實踐過程已經被東方化/蘇聯化成為蘇聯自身的產物了，馬克思主義在蘇聯

實踐上的意義已經與西方論述切開，而直接回到東方主體來。第二便是當蘇聯革命

成功時，它便成為一個馬克思社會主義實踐成功的代表，可以居於一個意識型態的

主導地位，而這一個主導地位的建立是屬於「蘇聯改良過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原

始的「西方的」馬克思主義。 

 

    相同的思維概念與作法被毛澤東挪用過來，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正

是讓馬克思主義適用於中國並且被中國人普遍接受為原則。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中

國化」，其核心就是「使馬克思主義適合於中國的國情即中國的實際，並使之與中國

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問題」44。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國情的相結合，其中其實

牽涉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就是中國主體意識的問題，用通俗的話來講，就是一種

「民族主義」的表現。因為「民族主義」的產生背後所牽涉的最重要意涵，其實便

是一種歸屬/認同的形成/建構的過程，這種形成/建構的過程所影響是自身與歸屬/認

同對象如何互動發展的關係，這種歸屬/認同在列寧手上完成的是對俄國共產黨的認

同建構，列寧並想藉由這種認同建構讓第三國際成為所有人的認同終點。然而毛澤

東瞭解到此點，他讓馬克思主義回歸到中國本體認同的建構上，讓馬克思主義成為

中國遺忘/告別過去、展望/建設未來的最佳利器，但卻不是認同的歸屬，換言之，

馬克思主義不該是認同的歸屬點，中國才是﹔不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實踐主體的第

三國際，而要以馬克思主義為實踐主體的「中國」才能是認同的對象，在毛澤東的

心中，當馬克思主義能實踐於中國才有意義，中國人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的對象仍

                                                 
43參見李英明，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台北，五南，2000 年），頁 6-8。 
44 楊奎松同時認為，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情的結合，首先是在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與史達林和共
產國際的認可下，而獲得理論的合法性。見楊奎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河南，河南人
民出版社，1994），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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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中國！毛澤東在重新詮釋馬克思主義後，巧妙的將「西方的馬克思」轉換成「中

國的馬克思」，外來文化思想被重新詮釋改造後，轉換成本土文化思想輸出，並且為

群眾所接受而奉之為圭臬。毛澤東成功的在東西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建構出一套以中

國為主體，卻又融合西方思想的意識型態，並且藉由這一套西方的意識型態來強化

中國人民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 

 

    然而，在建政成功之後的二十年間，毛澤東幾乎親手毀掉他為中國建立起來的

民族認同/國家認同，這是因為中共建政成功固然使得「中國人站起來了」，但也帶

給中國人一份不確定感，建設社會主義天堂的美夢如何落實以及遵循蘇聯模式是否

正確，都是讓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認真思索的問題。況且自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這一概念提出之後，毛澤東已經瞭解到事實上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不能照搬蘇聯

模式的，再加上中共與蘇聯在現實外交關係上的日益交惡，讓毛澤東不願再受制於

蘇聯而亟思走出一條真正屬於自己的/中國的道路，這也使得毛愈來愈傾向於將歷史

帶來的包袱完全拋開而重建一個可以遂行己意的局勢，毛澤東感受到自己由「西方

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掙脫後，「東方的」蘇聯主導的馬克思主義已經變成另一種

束縛，這時候毛澤東心中的「我者」/「他者」之間的對立已經轉換成與蘇聯間的矛

盾。蘇聯/赫魯雪夫不再上以一個提供援助的角色地位存在，而成為一個將中國/毛

澤東視為宰制客體的「壓榨者」身份存在，而這對毛澤東而言，不啻也是一種殖民

主義/殖民作風，只是由槍砲火藥的「武力殖民」轉換成工業技術和意識型態控制的

「思想殖民」，雖然情況不同，但殖民意涵仍然存在。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仍舊是擺

脫不了被殖民的命運的，在這種情形下談自我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都是虛妄

的，缺乏自我主體性的毛澤東意識到這一點，也極力想擺脫這一點，這種潛意識中

存在的「後殖民意涵」終至使他釀成如「大躍進」、「文革」般的悲劇，也使得原先

由中共/毛澤東所建立起來的認同內容，在鄧小平時代面臨必須重整/重構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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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國」，作為一個統一整體的概念，卻不會再被動搖！ 

 

二、 鄧小平時代中國的認同建構：全球化/本土化的辯證思維 

 

    鄧小平時代的認同建構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必須同時處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問

題，說得在明白一點，就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和社會主義本土化的問題，而這一點是

與毛澤東時代的認同建構全然不同的。在毛澤東時代，認同的建構是通過對西方世

界的價值觀和意識型態作為對立區隔來完成的，毛澤東直接以閉關鎖國、「打掃乾淨

再請客」的作法來切斷與西方世界的聯繫，同時完成以社會主義道路為主的中國認

同建構。然而鄧小平則不行，他面對的是後毛澤東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意識型態重建，

也是認同重建的難題，而這次的重建必須通過改革開放政策來達成。相對於毛澤東，

鄧小平不能夠關起門來為中國人民塑造一套官方的意識型態，直接告訴人們接受什

麼或排斥什麼，而必須要在與西方世界接軌的同時，藉由區別與西方的不同而強調

中國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的路，建構出自己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這不僅是因為

改革開放政策讓中共必須投身到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世界市場之中，同時也是因為資

訊科技的發展所帶動的新一波全球化浪潮，讓中共無法再獨善其身於世界體系的運

行之外。 

 

    鄧小平時代對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建構的方向也可以由他對意識型態建構的向

度上來做觀察。我們可以說，鄧小平時代是一個意識型態重整的時代，也是一個「重

建構」的年代，更可以說是一個「中國的思想」/「中國特色的思想」逐漸力求掙脫

西方思想束縛而被重新重視/討論/創造發明的年代。毛澤東時代所建立出來的那一

套定於一尊的意識型態，已隨著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浩劫與毛澤東的死亡而煙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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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社會上開始有不同於政治上層不同的聲音出現，中國知識份子已經開始重新質

疑中共對馬克思主義的建構與詮釋，甚至重新質疑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適用性，這

種質疑無疑是對中共領導權威的一種挑戰。鄧小平十分睿智的將這種質疑導向人民

對毛澤東個人思想的重新認識並藉此將華國鋒掃出政治核心之外，其後再藉由二分

毛澤東思想與強調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構出一套符合時代潮流的意識型

態。 

 

    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型態發展有一個很大的特點，與其說它是為了實踐社會主義

建設而逐步形成的，倒不如說它是為了使中國生產力提高而做出的相配套理論依

據。這時期的意識型態不同於毛澤東時代的充滿理想性，相反的，更多時候它充滿

「妥協性」：生產力現實與社會主義理想的妥協、社會多元思想與共產黨領導的妥

協、政治正確路線與經濟發展路線的妥協、中國特色的本土意識與世界體系的全球

意識的妥協、中共黨史上的錯誤與中國未來道路發展的妥協，更貼切的說，是一種

辯證。而這種辯證關係，一方面支撐中國人民能夠在全球化/本土化的矛盾發展下重

建對中國的認同與信心，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多元認同的產生。 

 

    這種多元認同的起始點開始於思想解放運動，後毛時代中國的集體認同被破壞

的十分嚴重，一般人對中國的未來方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更是抱持背觀的希望，

而當時身為毛澤東欽定接班人的華國鋒卻無法在認同問題上做出有效的應變措施，

反而是採取兩個凡是政策，希冀藉由毛澤東的剩餘權威來塑造另一種封閉式的意識

型態認同，而這也造成他後來黯然下台。鄧小平在做法上恰與其相反，挾千萬民眾

對毛澤東後期思想和作為的不滿與思變為意識型態建立的主軸，展開「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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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強調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正確的理解馬列毛思想並建設現代化的中國45。並且

鼓勵理論家和知識份子再來一次「雙百運動」，以「非毛化」來解除毛澤東的神話色

彩46，解除意識型態上教條化與神格化的桎梏。讓民眾藉由「思想解放」和「批毛」、

「批文革」的過程，再加上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來相信舊時代的中共已告終結，

新的中國共產黨會帶領人們走向另一個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國。也因此，許多大膽、

激進的言論遂如雨後春筍般的大量出現，到最後使得鄧小平不得不結束這一波 

的鳴放運動，同時以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來強調中共當前的政治立場。 

 

    但這種作法並未獲得多大的嚇阻作用，社會上對馬列毛主義的反思和批判仍不

斷的出現，像是「三信危機」、「共產主義三論」、「社會主義異化論」等等47，特別是

對馬克思「異化」概念和「人道主義」的關懷。終於使得鄧小平在一九八三年十月

「十二屆二中全會」後，開始發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並且在一九八七年，重新

展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認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將會導致對西方思想

和價值的認同並進而反對中共的意識型態與政權。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可以視為是

八０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個正式終點，因為天安門事件大肆提倡西方的「民主、

自由、人權」等價值觀，似乎代表中國內部人民以外部西方的價值取向來否定了中

共政權的領導與意識型態，而這種象徵中國人民政治認同的轉向正是中共所最為恐

                                                 
45參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一文，收錄於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 140。 
46 「非毛化」指的是西方學者認為鄧小平主政後認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必須有一個新的發展」，提
出「實驗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全力進行「思想解放」，將中國大陸政治意識型態由極左往右修
正，沖淡在毛澤東時代的極左意識型態。值得注意得的是，「非毛化」指稱的是一種意識型態上的修
正現象，而不是指對毛澤東的否定。見姜新立，「後社會主義中國發展轉型論」，東亞季刊，第 30 卷
第 2 期，（民國 88 年 4 月），頁 27。 
47 「三信危機」指的是中國大陸人民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失去「信仰」，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失去
「信心」，對共產黨的領導失去「信心」，由「三信危機」而來的是「共產主義三論」，「共產主義三
論」是指：共產主義摸不著邊的「渺茫論論」；共產主義與現行政策對不上號的「倒退論」；共產主
義思想解決不了個人問題的「吃虧論」，這些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失望使得中共意識型態上面
臨崩潰的危機。見宋國誠，中共意識型態之危機，（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73 年），
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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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一種現象。然而，鄧小平終究是一個具有開明思想的領導人，他所處的時代也不

容許他這樣做，所以很快的，另一波思想解放的浪潮又快速到來。 

 

    在這一波的思想解放裡，中國人其實又回到了如民國初年時的「百花爭鳴、百

花齊放」思想混雜、莫衷一是的情形，對中共的領導成果和對馬列毛思想的失望，

使得人們重新想去追尋/建構一套新的意識型態來作為建設中國的指導依據。此時西

方思想同樣也是伴隨著一股相對於中國的優勢力量進入，只是這一股力量由民初的

船堅砲利轉變成現在的經濟富饒、資本雄厚，這對落後的中國人來講又興起了一股

仿效、學習的風氣，不同的是此時中國此時內部已經形成一股強烈的「中國認同」，

西方價值思想文化的傳入不會憾動人們對中國認同的懷疑，但是卻會撼動對中共政

權的認同與穩定，而這種「政治認同」上的危機，無可諱言的正是中共最擔心的，

因為這牽涉到政權的穩定性與正當性。所以鄧小平除了在經濟建設上大力落實以求

得人民的支持外，在意識型態的領域上，他採取了積極與消極兩方面的作法，一方

面是積極的訴諸一套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思想來喚起人民心中的「大中國意識」，

並且塑造一套高度概括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型態來做為愛國主義的配

套，另一方面則是消極的宣揚馬列思想，如「馬克思主義再認識」活動，以及發動

如「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消音的動作。在根本上將中國（東方）

/西方給區隔開來，將「我者」/「他者」的地位做了明確的界定，以一套「自我東

方化」的操作來凸顯中國相對於西方的特殊以及優越之處48，也藉此來凸顯中國共產

                                                 
48 「自我東方化」指的在東方主義的理論架構下，利用對「西方」的論述來突顯出中國有別於西方
這個「他者」的特性。中共在「自我東方化」的過程中，利用西方的東方主義論述，形成了互補互
賴的辯證關係。以西方作為對照，來界定與釐清自己的民族身份。西方這個「他者」的概念在後毛
時期成為解決中國集體認同危機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同時就西方而言，面對一個正快速發展的中
國，亦成為其面對自己時一個不可或缺的「他者」。東方與西方兩者成為一種相互保證的共謀辯證關
係。後毛時期中共解決認同危機，是利用想像建構一套具中國特性的論述，目的在縫合文革時代造
成之階級之間、民族之間、種族之間的裂縫。以建構中國人民一貫且一致的身份認同，將西方/世界
繼續當成觀照中國自身發展的一面鏡子，用以凸顯建構中國特性的必要性，換言之，中共在融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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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領導正當性。 

 

    這種「我者」/「他者」之間的區別其實是有很大意義的，這使得中國（東方）

/西方之間在本質上就被切開來了，東/西方在這裡不管是一種人為的建構敘述或是

本體論上的存在模式，都成為了一個既定事實，特別是在全球化浪潮下，這種區隔

本土化/全球化的自我主體（本體）操作模式更成為一種似有必要的價值指涉了。

或許我們在這裡可以指出，中國面臨一種「後殖民論述」所描繪的困境，中國既不

能不與西方接觸，卻又不能不強調自我主體。也因此，在從事自我認同建構時，必

須要小心翼翼的切開/區隔出與西方的差別，甚至刻意突出「未必是中國特色的中

國特色」，刻意反對「未必是西方事物的西方事物」，這讓中國在重建自我圖像時，

反而將自己客體化，這種過度「自我東方化」的表現，使得中國自己在不自覺中走

入一種後殖民狀態/情境中。 

 

    鄧小平並不像毛澤東一樣充滿理想性與具備文人的浪漫/瘋狂氣質，他更多的是

一種作為實踐者所具備的務實精神，也所以，他可以在中共意識型態面臨崩解的危

機時期，以一套融合本土化/全球化具體實踐結合的意識型態來取代傳統的理念型意

識型態，藉由全球化浪潮的力量來增進本土意識的發展，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意識型態的建構來強化

對中國主體的認同。同時也藉由本土意識的成形/建構來對抗全球化浪潮下的另一波

「看不見的殖民」；以「反和平演變」來塑造出中國大陸群眾的「愛國主義」，再以

「愛國主義」來對抗西方思潮的「和平演變」，這也是何以鄧的政策始終必須在「左」

「右」之間擺盪而無法明確其路線定位的原因。然而這一套操作模式儘管過程粗糙

                                                                                                                                                 
西方為主導的世界體系的同時，其實是不斷的在重複「自我東方化」的作為。見李英明，虛擬的極
限，（台北，中山文庫，民 90 年），頁 1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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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為許多人所詬病，但事實上卻也真的讓中國人在融入世界體系的同時，油然而生

立基於民族主義的一份對國家的認同感，一種對「大中華」、「大中國」的認同，且

伴隨著國力的強大，國際社會對中國愈加重視，這種認同也愈形強烈，而這種認同

的強化與確立，也宣告著對中共政權認同的確立與強化。中共政治認同通過這一套

操作機制，後毛時期所遺留下來的認同危機也得以解除。 

 

    中共在面對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時，一直強調愛國主義，其實便是通過以民族

主義為訴求來抗拒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所帶來的和平演變，強調中國相對於西方的

獨立自主性，並由此建構出一套屬於中國人民的集體認同和主體意識。這在八０年

代一直是中共在型塑「自我東方化」、「自我中國化」時的不二法門，藉由強力區隔

西方/非西方的分野，更加確立了中國內部的凝聚力量。但在區分東/西方的二元對

立時，與之而來的便是中共必須面對馬克思主義也是來自西方的事實，鄧小平透過

建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一理論，來轉化帶有「西方中心觀」色彩的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曖昧角色，使得中共意識型態在統治上的正當性得以維持，同

時也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朝向後社會主義邁進49。 

    所以，鄧時代的意識型態建構其實面臨/解決的是歷史遺留下來認同問題，在改

革開放以後，中國可謂第二次開始與西方文化接觸交流，二十世紀初遺留下來的問

題在這裡由重新浮現，只是這一次東西文化的交流不再上一邊倒向對西方文化的仰

                                                                                                                                                 
 
49 按照德理克的說法，後社會主義指的是處於這樣一種歷史條件下的社會主義：一、社會主義作為
一種政治原理論（指對理論本身進行研究、分析或敘述的理論）已喪失其統一性，這是因為在其發
展過程，社會主義的信念已經受到削弱，社會主義國家覺得有必要將「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與資
本主義世界秩序的要求結合起來，還因為社會主義在實踐中因國情不同而帶有各國的特色；二、社
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結合，受各國「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結構的制約，這種結構為實行所有此類
結合規定了一個歷史發展前提。三、這個前提是，要對結合的過程保持警惕，確保不會使資本主義
復闢。後社會主義又必然是後資本主義，但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作為資本主義之後一的歷
史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而是指利用資本主義的經驗而又力圖克服資本主義發展中種種弊端的那一
種社會主義。阿里夫．德理克，「後社會主義：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齊欣編譯，世界著名政
治家學者論鄧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 31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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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與欣羨，中國人在面臨東西方文化的異同之中很快的便反省自己所處的位置並希

冀建構一套中國論述式的自我認同，以有別於西方論述下的「中國圖像」與「中國

認同」，所以，是用一種「既抗拒又接受」的方式來看待西方文化的。 

 

    這種對西方「既抗拒又接受」的表現，一方面體現在中國認同的凝聚力上，另

一方面則反映在對中共政治認同的質疑上。雖然中共可以藉由強化國家認同/民族認

同來間接達到強化政治認同的目的，但仍舊抵擋不了民眾對西方世界政治價值/行為

的好奇與嚮往。而且民眾也逐漸意識到國家/民族認同是政治認同的一環，但政治認

同卻未必等同於政權認同。而西方價值/思想/物品的源源不絕的流入大陸，也讓民

眾的思想/認同觀更加多元化，這表現在九０年代的認同問題上。特別是相對於國家

機器，另一塊習慣被人們稱之為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也正悄然的形成當中。 

 

三、後鄧時期認同的多元化與市民社會的興起 

 

    如果從意識型態的觀點出發來看待八０年代鄧小平對國家認同/政治認同的操

作，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則是他用來

區隔東/西方並建構/強化中國自身主體的利器，「初階論」的提出，除了為中共的領

導正當性提出辯護外，它還解決了社會主義建設上關於中國和蘇聯如何在馬克思唯

物史觀上因應時代性重新解釋的歷史難題，這也使得中共在意識型態的轉型也獲得

了成功，相較於蘇聯和東歐後來的崩解，鄧小平在這方面的努力無疑是成功的，同

時也使得中共的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獲得了在國際上繼續存在的正當性，這也使得中

共真正得以走出長久以來蘇聯意識型態上的束縛而成為自我社會主義建設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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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成功的將自身的意識型態往一種「後馬克思主義」時代過渡50。 

 

   「初階論」的建構成功讓鄧小平走出一條屬於中國主體的社會主義意識型態道

路，但真正讓鄧小平走出中共歷史宿命的意識型態束縛而完全回歸到以中國為主體

的意識型態建構則是肇因於蘇聯的垮台。「六四」之後，鄧小平的思想趨於保守，確

立以江澤民為首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形成後，「穩定壓倒一切」成為鄧小平思想的重

心。因為在鄧小平的心中，對西方力量的疑懼始終存在，六四之後，鄧小平更認為

了西方勢力其實非常希望見到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垮台。所以，除了在意

識型態上確定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必須不斷進行外，另外一個重要的課題便是「反

和平演變」的落實51。中共的反和平演變基本上必須要和中共的愛國主義一起放入

民族主義的架構下來檢視，便可以瞭解這其實是一體的消極/積極兩面，而且支撐兩

者的最有力的理論與實踐意涵，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 

 

    如前所述，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型態建構其實是一個矛盾辯證的發展，因為他必

須要同時面對政治範疇/經濟範疇的辯證、黨的思想/社會想的辯證、東方思想主體/

                                                 
50 蘇聯和東歐共黨曾經不斷訴求於社會主義理念來爭取民眾的認同與支持，而當民眾日益發現這些
理念遙不可期時，共黨又聲稱可以通過種種改革來實現這些理念，這就表示共黨通過承認過去的錯
誤與知錯能改來重建其政治統治上的正當性基礎。但當這些宣稱的改革理念無法將經濟發展帶動，
無法提高生產力時，這些政權自然面臨瓦解的命運，而社會主義的存在價值便蕩然無存了。這使得
後期的東歐國家都亟欲脫離蘇聯的意識型態控制而走向整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後馬克思主義」
或「後社會主義」道路。蘇聯也曾經很努力想挽救意識型態上的困境，宣稱要進行所謂的「社會主
義改革」，但並未成功。東歐共黨紛紛拋棄馬克思主義思想，蘇聯自身也面臨意識型態和改革上的調
和危機，中共在此時得以提出一個將馬克思主義與現代化改革調和的理論，成功的以馬克思主義的
符號語言向後馬克思主義時代做出理論與實踐的轉移，無疑取得了意識型態上主導和獨立的地位。
參見李英明，文化意識型態的危機，（台北，時報文化，1992），頁 57-63。 
51 中共認為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便已經開始，和平演變和反和平演變是長期鬥爭，而中共認為國
際敵對勢力搞和平演變雖然是多渠道的，但主要是想把共黨國家的思想搞亂，因此，和平演變主要
是思想和意識型態的鬥爭，而反和平演變也是要由思想和意識型態的工作做起。基本上，改革派勢
力認為，所謂和平演變是指以美國為主體的西方力量以非戰爭和非武力的手段使共黨國家從社會主
義向資本主義轉變；而反和平演變則是要證明走資本主義道路行不通，以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見李英明，現階段中共「反和平演變之研究」，張隆義主編，和平演變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國立政
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印行，民 81），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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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主體的辯證發展，換言之，是一種我者/他者、中國/西方、本土/全球、兼

顧現實/理念間的辯證發展。有趣的是，西方的思想透過上層政府的政策鬆綁而進入

民間社會，並使民間社會發展成一個市民社會，再透過市民社會形成輿論與需求壓

力使得政府在政策與意識型態上更加鬆綁。如此週而復始的循環，使得鄧小平時代

的政治意識型態也成為一個政府與市民社會妥協的產出。鄧小平時代也可以說是中

國大陸後殖民意識開始抬頭的年代，後殖民理論在八０年代開始傳入中國，雖然在

當時並未得到大多數人的重視，但卻已埋下批判/反思的種子，並且在九０年代快速

發展起來。並且成為分析當代中共國家認同/政治認同的建構與市民社會興起的重要

理論。 

 

    鄧小平時代與江澤民時代的分野並不明確，自歷史的角度看來，兩者幾乎可以

說是一脈相承、無分軒輊的，如果由意識形態建構的觀點來看，則可謂鄧小平時代

在「十四大」以後已經開始向江澤民時代過渡，十五屆五中全會上江澤民提出「論

十二大關係」可視為是江澤民意識形態建構的開始，而在九七年鄧小平過世後，江

澤民又相繼提出「三講」、「三個代表」等思想，成為真正的國家領導者與意識型態

的建構者，然則，在鄧小平時代已經嶄露頭角的多元認同和市民社會的興起，在江

澤民時代更是發達，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共的國家發展和意識型態的建構。 

     

    可以指出的是，江澤民時代的意識型態是一個比鄧小平時代更充滿妥協色彩的

意識型態，但這種妥協中卻又充滿了自主性。對內，他為了維繫自身與共黨領導的

權力正當性，所以他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大旗，亦步亦趨的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道路」，維持國家運作的獨立自主。對外，他為了維繫中國作為當代社會主義龍頭

在國際社會上的正統性，同時又必須兼顧全球化時代中國應當如何建設發展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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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使他必須與全球政治體系保持一定的參與和融入，讓中國成為世界體系中的

一員。在這種本土/全球辯證發展的結構制約下，卻反而使得江澤民時代的意識型態

走出中國主體的道路來。 

 

    意識型態的多元化與歧異性在江澤民時代比鄧小平時代更加明顯，而這一點也

造成中國大陸政治認同從「趨一化」向「多元化」過渡。九０年代以後，伴隨著中

共在政策上向全球資本主義傾斜靠攏，造成中共必須受到許多國際建制/習慣規範的

緣故，思想上的禁錮也不再如以往般強烈，許多以往被視為「禁區」的思想都重新

被人提出來討論，思想解放的作用使中國人真正擺脫意識型態上教條性「主義主體」

/「權威主體」的束縛，真正開始會以「自我主體」/「中國主體」為思考原點來建

構一套屬於自己的意識型態與認同觀。在對外方面，中國人開始意識到，在建立一

個強大的國家同時，也必須建立一套屬於中國自己的意識型態，這一套意識型態不

再是為了依附/對抗其他相對於「我」/中國的「他」/西方而存在的，中國自己就是

一個獨立的主體，這種中國主體的思想在官方被當成是與其他國家互動時的原則，

在民間則形成一種「中國本位」的思想起點，並且逐漸形成一股思潮去改變官方在

意識型態上的「受殖性」，然後又進一步的與官方思想結合形成一套全新的「中國論

述」。無可諱言的，這一套「中國論述」是與「西方論述」相對立的，企圖為長久以

來受限於西方中心論述下的中國思想找到一個出口。而在對內方面，長期受到壓抑/

宰制的自我主體在接受思想解放與全球化浪潮所帶來的衝擊後，逐漸會以自我主體

所能接受/認知的事物來做為自身生活或行動的依據/準則，並且從中慢慢建立出屬

於自己的價值觀與認同觀，通過與他人的互動來往而建立起一套彼此之間的共同認

知/集體認同，同時讓自己從屬在這一份由生活經驗/現實中所獲得的歸屬感。這就

慢慢使得中國人民的認同無法再由國家機器由上至下形塑一套整體齊一的「趨一性

認同」，而向一種允許多元差異/多元共存的認同觀發展，這其中自然也包括政治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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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內。換言之，人民不會/不可能再默默的接受政府為人民形塑/建構的單一性政

治認同內容，他們各自擁有自己在不同事物上的自我認同/集體認同，也使得他們在

自己的政治認同上具有更大的判斷力與選擇權。也因為人民開始擁有自己的自我認

同/集體認同，愈來愈多的非政府組織也隨之興起/成立，並且逐漸在整個國家/社會

中佔有愈來愈大的影響力，雖然這些組織是各自鬆散且凌亂的分佈在不同如經濟、

文化、媒體等社會範疇/面向上，然而他們一旦針對相同事件所表現出來的意見力

量，甚至可以動搖到國家機器的決策方向，這股力量背後所代表的是中國大陸一個

不屬於政府可以全然掌控的「私人領域」/「公共領域」的出現，而正是一種市民社

會在中國興起的表現。這一點也反映在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論述中。 

 

    江澤民在「三個代表」中表示：「只要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

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我們

黨就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永遠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並帶領人民不斷前

進。」在這段話中所表現的，是一種將以中國實踐社會主義建設做為意識型態正當

性的內涵轉換成以強調中國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中國主體為意識型態正當性的

作法，這是否表示中共已經意識到中國人民所形成的中國主體認同已經凌駕在對中

共領導的認同上，中國認同來自中國人民本身，是中國人民「自發性」的對所處的

現實中國產生認同感/歸屬感，而不是可以由中共一廂情願的操弄民族主義/愛國主

義來建構/形塑中國的集體認同，換言之，現階段的江澤民則無法再一意孤行或遂行

己意的操作中國人民的「中國認同」/「政治認同」，他必須衡量國內外情勢給予人

民他們所想要的，他不能再藉由提供人民一個意識型態的正當性來作為政權穩定的

支持，因為人民本身才是其政權正當性的支持，如果其後中共的領導人背離了這個

原則，那他將會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支持，他的地位也將不保。換言之，中國人民的

「中國認同」與中共塑造的「政治認同」之間已經不再是一個等號的關係，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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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是經由「自我認同」發展到「集體認同」的過程中承認「中國認同」，並檢視自己

對中共的「政治認同」程度，而不是由通過中共塑造出來的「中國認同」來承認對

中共的「政治認同」，兩者的差異在於，中國認同已不再是中共塑造自身政權或意識

型態合法性的利器，它的合法性並需要來自中國人民和以中國人民所形成的市民社

會對它的認同。 

 

四、中共政治認同操作與市民社會間的辯證操作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國際社會間的關係愈形密切，在政治上中國必須進入國

際政治的規範之中，在經濟上必須與全球資本體系緊密的接軌，在外交上必須與世

界各國維持良好的互動合作關係，在文化和社會發展上又必須與世界體系保持一定

的接觸與交流關係，這與毛澤東時代的閉關所國是不同的，也因此，在鄧小平時代，

積極的與世界經濟體系互動接軌以及對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不遺餘力的宣揚一直是

同步進行的，特別是在江澤民時代，科技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使得中國不由自主的被

捲入世界體系的運行之中，然而中國卻也因此而更加重視/覺醒自己最為一個獨立於

「西方他者」的主體地位。而江澤民時代的意識型態建構，正式在這種充滿全球化/

本土化的思維下順勢建構出來的。 

 

中共在改革開放以後，可謂歷經了三次思想解放的過程52，九０年代中國內部的

思想也就在後兩次的想解放過程中不斷的進行重整與分化，在這兩波對「社資」議

題的爭論上，經濟發展正當性的訴求壓過了對意識型態正當性的訴求，使得除了社

                                                 
52 第一次是指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對「兩個凡是」與「思想解放，實事求是」的爭論，第
二次是九二年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爭論，第三次則是九七年爭論公有制國家在經濟成分中所佔的
比例多寡是否會影響社會主義制度存在的正當性。參見馬立誠、凌志軍，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
解放實錄，（台北，天下文化，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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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義意識型態外的其他思想不再成為一個不可討論/觸及的禁區，大量的西方思想

與批判理論被學者提出討論，大量翻譯的西方政治學與社會學方面的名著有如雨後

春筍般的出現在中國大陸的學術界，這些學術討論和學術譯著的出現帶動新一波的

思想革命，這一波的思想革命不再以探討馬列毛主義為主，而是以更加寬廣、更具

多元化的視野去看待西方傳入的思潮/理論，同時也用這些思潮/理論來看待/解釋/預

測中國的現實處境與未來發展。而在這些思潮/理論當中，後殖民理論無疑成為最被

人接受且用來反思中國近百年來的處境以及反思當代中國應當何去何從、應當如何

面對西方「他者」的一個思考點。 

 

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人民的認同雖然因為全球化與資訊化而能具有更加多元的

選擇，但卻由於區隔「我者」/「他者」的心理因素，所以，在全球化多元認同的氛

圍中，中國人民會回到一種尋找「原生性」、「初發性」的心態中去塑造/選擇自己的

認同，簡而言之，就是在一種全球化的氛圍中，去尋找具有本土化意義/氣息的事物，

並對其產生心理認同，這種心態是在全球化/本土化辯證發展中自然產生的一種依賴

與歸屬認同。而中共也能掌握人民這種心態，除了再消極面以宣傳愛國主義來抨擊

西方塑造他者和我者的差異區隔外，更重要的，中共在國際上建立起自己的聲望地

位，讓中國人民對「中國認同」感到驕傲，連帶對中共所形塑的國家認同/政治認同

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信心與擁護。 

 

第一個表現是在經濟方面的亮眼表現。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上的發展已

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在江澤民時代，中共綜合國力的發展也到達一個讓西方國

家不得不注意的地步，2000 年中國國內的生產總值達到 8.9 萬億元，國內的生產總

值的絕對數量，排名在美、日等國家之後而為世界第七；對外貿易總額達到 4743

億美元，外匯儲備達 1656 億美元。工業產量中的煤、鋼、水泥、不、電視機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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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世界首位，農業產品中的穀物、棉花等居世界第一位，在軍隊素質與武器戰備方

面，都有顯著的進步，綜合國力是世界的第八位53。這使得中國在國際間成為一個

不可忽視的要角，中國在 2000 年的進口貿易總額 2251 億美元，象徵中國力自身經

濟發展的同時，也讓自己成為一個具有巨大潛力的市場，對全球經濟體系運作的影

響十分重要54。這種「後進者優勢」（Advantages of late comers）的表現55，不僅是

鼓舞了中國大陸對自身經濟發展的前景抱以無限希望，更讓歐美等西方先進國家感

受到來自中國的經濟壓力，尤其在 2002 年中國大陸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國

（WTO）後，中國大陸正式與世界經濟體系接軌，更顯示其逐漸發展成區域經濟

強權的潛力和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企圖心56。 

 

第二個表現是在國際關係上，中共在國際外交關係上也有逐漸發展成軍事區域

強權的趨勢，中共一向重視對世界格局的評估，並且作為制定在外交政策的主要依

據。八０年代中共在外交與國際事務上強調「獨立自主」政策，然而到了九０年代，

為因應國家發展需要的戰略考量，中共除了和美、日、俄、法等國建立戰略伙伴關

                                                 
53 引自朱以青、張立華主編，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80-281。 
54 Richard Rosecrance 認為，中國的實質經濟成長力如果維持在每年 10％左右，到 2030 年將可以超
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中國將自 2000 年起逐漸負起國際穩定的責任。不過他分析中國領
導人如果在中國成為經濟第一強國後，還想要軍事霸權的行為是不會成功的，他認為新國際經濟課
題應該是已經是經濟霸權的國家，不需要再追求軍事霸權，而是可以用經濟手段影響其他國家，這
一點在英、美國家身上皆然。見 Richard Rosecrance 著，虛擬國家，李振昌譯，（台北，聯經，2000
年）頁 213-214。 
55 「後進者優勢」是俄國學者申可龍提（A.Gerschenkron）所提出，是指在經濟落後的後進國家在
推動工業化方面所擁有的由後信國家地位才擁有的特殊優勢，並且這種優勢不是先進國家所同樣可
以擁有的，也不是後進國家通過自身努力所創造的，而完全是其經濟的相對落後所形成的自然力量。
即對窮人而言，「機會是無窮的」。參見張佩珍，「兩岸經貿互動之新思維架構—全球化與大陸化」，
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主辦，全球化時代下的兩岸關係與中國大陸研討會，民 90 年 12
月，頁 1-2-5～1-2-9。 
56 對中共而言，加入 WTO 是利弊互見的，但中共卻可藉此發展成區域經濟強權的潛力和更進一步
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參見魏艾，「經濟全球化下兩岸三地的經濟合作與融合」，發表於政大社科院
舉辦，全球化時代下的兩岸關係與中國大陸研討會，民 90 年 12 月，頁 2-1-3；石仲泉，「『三個代表』
思想與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中共黨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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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外57，也逐漸在東亞地區建立起自己的區域強權形象58，使得中共在國際政治地

位上的發言權也愈發具有影響力。中共瞭解到，包括主權和國家利益的概念都已經

隨著國際情勢和時代發展而有所轉變，所以，中共的國家利益和主權的觀念已經愈

來愈著重在與國際體系間形成的一種互賴共榮的關係，一方面可以確保自己的國家

利益和國家安全，同時也可以讓自己成為國際舞台上的要角。中共藉由「國際主義」

和「民族主義」兩者的辯證操作，讓自己的國際地位愈形鞏固，成為國際上的活躍

份子59，所以，在江澤民時代，中共雖然在外交上仍維持獨立自主的的外交政策，

但卻積極的與國際政治體系接軌，雖然反對全球化背後所帶來的西方中心意涵，但

卻更認知到必須要經由進入全球化的過程才能讓中國真正成為一個自己的主體，中

共強調國際/全球並不等同就是西方的說法60，除了含有正視事實、撇開情緒性的反

抗全球化、國際化外的意味，更可以看出其對以中國為主體重新建構出一套國際新

秩序的雄心61，相信中共瞭解到，唯有融入世界體系並進而對它做出全方位的影

                                                 
57 自 1996 年起，中共積極推動夥伴關係外交，參見吳福寶，中共對外建立「夥伴關係」之研究，（台
北，文化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89 年），頁 18。 
58 蕭全政認為在後冷戰時期東亞地區出現了三股區域主的義勢力在互動牽扯。分別是以美國所主導
的「亞太主義」、東協十國所組成的「東協主義」，以及中國大陸和日本分別提出不同內涵的「東亞
主義」，分別作為競逐區域霸權主導的依據。參見蕭全政，「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台灣的角色」，
台北，政治科學論叢，第十四期，民 90 年 6 月，頁 214-215。 
59 朱益宜，「民族主義與 1949 年後中國對外關係」，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 18 期，2000 年冬季號，
頁 147-165。 
60 中國大陸學者普遍認為在探討全球化的問題時，必須要由「誰的全球化」與「什麼的全球化」下
手去看，同時也不能過度化約的將「西方中心下的全球化」直接等同於「國際/世界體系」。王寧由
文化的角度出發認為，中國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十分需要一個穩定的外
部環境，中國需要與國際社會進行交流和對話，過分強調本土化而一味排斥外來文化的影響，很容
易滋生另一種民族主義的情緒，而讓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被破壞，所以，他認為，面對全球化的浪
潮，必須先順應它，同時在不損害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利用他來擴大我們文化的影響，通過與國際
社會的交流和對話使得中國的文化研究得以真正的與國際而非西方接軌，文化觀點很大程度反應的
便是一種認同的成因，所以中國大陸其實已經意識到如何在融入另一個他者建構出來的遊戲規則中
去尋找/建構自己的規則。見王寧，「全球化語境下的後現代與後殖民研究」，收於王寧、薛曉源主編，
全球化與後殖民批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頁 133。 
61 邱坤玄認為，中共強調其勢力崛起，對世紀之交的國際政治的重大影響，中共首次真正體驗到有
可能成為建構國際體系的力量，中共以全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進入 21 世紀，即將成為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中共的崛起已經不再是主觀的願望，而是客觀的事實。中共一方面希望打破美國「獨霸」
的局面而提倡「多極化」，但另一方面又要以「一極」的身份出現以提高自己國際地位。挑戰美國的
「主導」意識。見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 30 卷第 3 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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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才能讓自己成為新時代的強權/霸權62。 

 

所以，清末民初中國屢戰屢敗、割地賠款的歷史恥辱，也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

增強與國際地位的提升而逐漸使中國人走出這種悲情意識來，願意去面對/闡述自

我主體的存在。基本上，國力的提升與伴隨而來的國際地位的提高，對中國人而言，

除了是一種擺脫民初以來歷史屈辱感的作用外，更大程度上讓中國人重新面對自己

所在的位置，重新讓自己敢用自己的語言/文化為自己發言，對自己的國家感到認

同與驕傲，而這自然使得中國人民在認同建構的同時，在國家認同/民族認同的建

構上，仍然願意接受中共所形塑出來的那一套價值觀而不會全然傾向認同西方，並

且在形塑自我認同時，是通過「中國情結」來作為背後的認同依據，以「中國」/

「中國特色」為基礎/原則來建構各式各樣的認同內涵。這也可以說明何以中國社

會在九０年代思想已經較八０年代更行開放與多元化，但卻不會再出現一面倒向西

方價值要求政府改革的聲浪。 

 

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的市民社會發展便呈現一種十分有趣/弔詭的現象，特別是

在資訊發達與認同多元化的情形下，中國大陸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與政府之間形

成一股有時結合/有時對抗的情況。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儘管九０年代以來，對中

國是否開始或已經存在市民社會的爭議不斷，但中國大陸內部群眾表達意見的聲音

的確越來越大，而且很多時候已經大過政府公權力能夠完全壓制的地步已是一個不

爭的事實。而在全球化時代下的網路發展，更使得中國內部民眾透過上網便可以獲

                                                                                                                                                 
88 年 7 月，頁 31-32。 
62 美國以領先世界的軍事和經濟力量為基礎，轉化成對全球與區域各項議題的力量，將上美國通俗
文化的滲透力，美國的制度與價值，成為大多數國家追求的目標，使得美國成為真正的世界霸權。
相信中共也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中共不只提升自己在國際政治上的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同時也
將自己的文化向國際世界輸出。見邱坤玄，「霸權穩定論與冷戰後中（共）美權力關係」，東亞季刊，
第 31 卷第 3 期，民 89 年 7 月，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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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資訊與表示意見，中共政府已經愈來愈難管制一切，網路空間的興起，為中國大

陸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係起了微妙的變化，人民相對於國家擁有更多的自主權，擁

有更多的資訊可以判定是否支持/反對國家的作為63。但不可否認的，這股相對於國

家機器的力量，雖然在某些時候會形成中共統治上的壓力（如法輪功事件），但卻

在對外關係上逐漸形成中共的強大後盾（如南斯拉夫使館誤炸事件、中美軍機擦撞

事件、統一問題）。這一股民間形成的凝聚/認同，或許正是真正中國主體的展現，

也是一種市民社會力量的真正展現，這一點，我們在後面的章節將會詳述之。 

 

值得附帶一提的是，由於中國人民自我認同的重建與市民社會的興起，反而 

使得中共在九０年代的愛國主義操作其實比以往更具有積極的意義，因為此時中共

愛國主義的內涵與作用在一般人的看法裡，不再將之視為全然是為了對抗西方資本

主義的一種意識型態，而是中國人民對中國的集體認同與擁護，「愛國主義」的內容

被轉換成為一種對「中國主體」認同的凝聚與表現。這一點可以由愛國主義在九０

年代的宣傳/推動看出，九０年代初期的愛國主義宣傳是以中共由上往下推動，是一

種「上熱下不熱」的情形，但是到了中後期，卻便成一種「上下皆熱」的情況64，而

                                                 
63 網際網路的興起，讓長期受到國家機器控制的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係起了變化，中國大陸網際
網路之所以會形成一個公共論述空間，是由於新聞來源的多元化以及網路提供一個自由開放的言論
空間，使得民眾可以透過網路獲得資訊以及表達意見。而這些言論不見得都是砰集中共政權，像是
北約誤炸事件即是一例。自然，網路空間的存在不能直接認為中國大陸的公共領域/市民社會已然形
成，因為現實的環境影響仍大過虛擬的網路空間，但經過網路空間的聚集與傳播效果，將會與現實
空間形成一種辯證發展的關係，這種關係，使得中共更難以傳統的方式操作國家機器來控制一般人
民的思想與生活。更何況，網際網路也是中共提升綜合國力的一項經營目標，參見王占璽，九０年
代中國大陸網際網路與社會發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碩士論文，民 89 年 6 月），頁 118-134。 
64 這一點可以由「中國可以說不」這一本書的出現與發展命運來看，《中國可以說不》於九六年出版，
一般咸認為是一本中共反對西方霸權、宣揚中國反霸權、爭取獨立自主性的代表，是一本官方色彩
濃厚（至少是官方許可）的宣傳民族主義的作品。文中用激烈的詞彙來炒熱民族主義，並強調反美、
反日、反台獨。但這本書中共官方由肯定、放任到限量發行、最後並進而抑制，可以看出中共對一
般人民在民族主義的操作上，到後來已經強化的官方都難以掌控/主導的情況，江澤民的民族主義/
愛國主義推行是為了控制國內的過激西化思想，防止意識型態上的西方化，但過激的民族主義同樣
不利於中國經濟的整體發展，會阻礙中共經濟進入世界資本市場體系。所以，在江澤民時代，民族
主義的操作實是一把兩面刃。參見藍正雄，「從《中國可以說不》看中共意識型態的演變」，共黨問
題研究，第 23 卷第 10 期，86 年 10 月。頁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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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九０年代末期，反而是一種「上冷而下熱」的顛倒情況產生了。這其實是十分有

趣的一個現象，短短十年間，民間凝聚了一股十分強大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我們或

許可以說，這股認同力量認同的其實是中國主體，而不是中國共產黨，只是因為中

國現在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所以人民支持中共政權以中國名義所做出的政策或宣

示，這一點江澤民心裡也很清楚，所以才會提出以中國主體為意識型態核心的「三

個代表」，而且強調「只要我們黨如何作」，因為江澤民也已經看到了民間所凝聚的

這一股以中國主體認同為第一訴求的力量，對外固然可以形成一股「中國可以說不」

的力量，但是稍有不慎，對內卻也可能成為一股顛覆中共政權領導的力量。所以，

中共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在某個層面上來講其實仍可謂是操作成功的，只是這一股

由愛國主義所帶來的力量，是以認同中國為主，而不是認同中國共產黨，這種民族

認同發展/建構/形塑之快速，只怕也超過了中共最初的設想。這或許可以是為是中

國內部人民一股自發性凝聚力的興起，是一種市民社會的興起的力量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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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訊時代下中國大陸政治認同之論爭： 

網路論壇之探討 

 

所謂「認同」不僅牽涉到「我是誰？」、「我們是誰」這個具體的問題，而且進

一步牽涉到「為什麼我是誰」、「為什麼我們是誰？」，以及「我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

人？」、「我們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的規範性問題。Habermas 認為在集體認同

層次，類似的辯論性發展亦有其必要。集體認同應當建立在普遍意識以及參與形成

認同的平等溝通過程之上，在其中認同的形成乃是一持續性學習過程。在此個體並

非面對類似傳統權威的集體認同，事實上，個體乃共同參與於設計共同認同的根源

性活動--形塑集體意志（shaping collective will）。65薩伊德（Edward Said）認為自我

（以及他者）的認同絕不是一件靜物，它是一種包括歷史、社會、知識及政治諸方

面的由個人和團體參與競爭的不斷往復的過程，因此，自我認同的本身（不論是個

人或團體的）就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流動的。在目前文化交流及資訊傳播空前蓬

勃、無遠弗屆的全球化的時代，構成認同（例如民族、族群）的諸要素，包括語言、

血緣、風俗習慣等等，由於全球化的影響，已難分出「自我」及「他者」之界限，

不可避免的混合在一起，呈現出所謂的認同的雜交性（hybridity of identity），也就

是「認同的不純粹」。66 

 

                                                 
65Jurgen Habermas, ”On Social Identity,” Telos, No.19（Spring,1974）,p.99. 轉引自蕭高彥，「國家認同、
民族主義與憲政民主：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與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十六期，一九九七年
六月，頁 11。 
66孟樊，後現代的認同政治，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年六月，初版，頁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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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不僅突破了民族國家和具體地理界限，實現了時間和空間的流動化，從

而也增加了個人和團體認同的選擇機會，可以擁有不同的化身或身份；如上所述，

個人和團體的身份也變成是流動的，相對地也為個人和團體創造更多具獨特性的空

間和機會。是以，民族國家有可能會遭到其內部更大更多的個人主義、種族主義或

其他形形色色的階級主義、階層和團體意識的挑戰。國家亦將因此更難操作民族認

同，而個人和團體就更要尋求不同於民族認同的其他次認同，來確立自己的身份。67

國家面臨來自全球化一體性和國內個人和團體差異性的要求，除了一方面仍然必須

堅持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外，另一方面則必須強調回歸傳統文化或文明，以維繫民

族國家內部的內聚力。 

 

中國大陸從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逐漸融入世界經濟大循環中，被資本主義經

濟全球化所納編，另方面則強調要防止西方的和平演變。在邁向現代化、形塑現代

性的過程中，衍生一種尋求再認同（identity）的問題，即不能再高舉社會主義相對

抗，去解決集體認同的問題，因而轉向以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作為處理對外關係

以及集體認同的基礎。中共一方面以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相結合的國家民族主義（中

共稱為愛國主義）為依託，作為與西方和平演變相抗衡的操作利器；另方面以現實

主義的取向去面對國際社會，從而也承認國際體系和資本主義存在的正當性，以及

國與國之間具有形式上的平等地位。是以，在中國大陸與全球資本主義有機結合的

政經結構下，中共在重建政治認同（political identity）時，不會僅單純地遵循資本

主義途徑來進行，而是會表現後資本主義與後社會主義的特性，再度顯現出某種特

殊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傾向，將中國人民對中國的集體認同轉換為對「中國主

體」、「中國特色」的認同。也就是一方面接受東方主義者對中國的評價標準，但

                                                 
67李英明，全球化時代下的台灣和兩岸關係，生智出版社，民 90），初版，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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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又拒絕東方主義者想影響中國的企圖。68準此以觀，中國大陸希望用自己的

方法達成現代化目標，走屬於中國自己的發展路程。對中共而言，西方經驗只有物

質發展方面具備參考價值；這種概念不僅表現在國家發展進程面向，亦展現在中共

的對外關係方面。因此，八○年代以來某種找尋「中國特色」的運動在知識圈與政

界開展，並以特殊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方式呈現出來。鄧小平稱這個過程為「摸

著石頭過河」；江澤民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69這種以「中國主體」、

「中國特色」為主的集體認同代表一種追求的態度，而非實際可觸的東西，這種態

度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大陸將可能會持續發酵。 

 

八○年代以來，中共通過「放權讓利」策略，以及經濟體制運作的「去中央化」

（decentralization），以社會/經濟團體作為中介機制，做為國家社會的緩衝，使黨

國力量相對從經濟和民眾領域中逐步退卻。因此，中國大陸政治發展確已在黨國機

器之外有一相對自主性的空間或領域存在，此為自然存在的市民社會，此一自在的

市民社會的出現有相當大成份是在中共國家機器主導之下由上至下的政治操作結

果；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民間由下而上的自發要求而逐步形成的。九○年代以來，伴

隨著全球化與資訊化的發展，中國大陸內部開始出現一股相對於公眾領域的私人空

間，並且逐漸匯集成一股力量，民眾表達意見的管道與聲音均越來越多元化且更具

份量。 

 

網際網路這種具有不分國界、無遠弗屆的資訊穿透力和感染力的特性，使得電

子資訊成為人與外界溝通的主要載體，在資訊世界中，任何人只能是資訊的分享者，

絕不可能成為資訊的控制者。資訊科技的發展，使個人通過網際網路便捷的資訊傳

                                                 
68石之瑜，後現代的政治知識，(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民 90)，頁 50。 
69石之瑜，前揭書，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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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更有機會針對公共事務發言，不必花大資金就能把意見傳播給廣大的閱讀群。

這將產生某種去集中化（decentralization）的現象，形成市民社會相對更寬廣的發展

空間，使民眾擁有更多的自主權，以及相對於國家的寬廣公共領域空間，促使中國

大陸的認同多元化以及市民社會的發展。 

 

這種相對於國家機器的民間力量，伴隨著便利的網路資訊流通，使得越來越多

的大陸民眾可以跳開傳統的社會控制網絡，直接接收外界訊息，且能在網路空間海

闊天空地自由交談、傳遞訊息，可以經由網際網路散發和閱覽批評中共官方的資訊。

70這股力量雖然會削弱中共控制大陸內部資訊傳播的成效，形成中共統治的壓力與

挑戰；但是在對外關係方面，尤其是涉及主權與分裂意識時，則可以成為凝聚大陸

民眾共識/政治認同的強大後援力量。由此引申的發展趨勢，使得九○年代中期以來

中共在形塑集體認同，以及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操作上更具有積極的意義與轉圜

空間。 

 

本章將就中國大陸網路論壇中有關北約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使館、「中」美撞

機事件、九一一事件、兩國論以及法輪功事件等焦點議題的相關言論加以說明、分

析，探討九○年代末期以來，中國大陸在全球化與資訊化影響之下，其政治認同與

市民社會的辯證發展關係。 

 

 

壹、 市民社會對外同仇敵愾的作用例證：從「北約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

使館事件」到「九一一事件」 

                                                 
70 寇健文，「中共對網路資訊傳播的政治控制」，問題與研究，第四十卷第二期，民國 90 年 3、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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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約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使館事件 

一九九九年五月七日發生北約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引發中國政府

和民眾的強烈反應，自五月八日起中國大陸各地連續三天出現近八十萬學生群眾激

烈的反美示威遊行，民間各地舉行座談會，嚴厲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並表示將

竭盡全部力量捍衛國家尊嚴和主權，形成一股強大的民族主義浪潮，因而形塑一種

強而有力的集體認同意識。觀察北約誤炸中共駐南使館事件的後續發展，中國大陸

歷經民情沸騰、遊行鼓譟、襲擾外館等劍拔弩張的態勢；到最後由胡錦濤、江澤民

出面安撫，含恨隱忍、理性節制。71中共當局在整個事件發展過程中，扮演舉足輕

重的角色，其在藉事件操縱民族主義這把雙刃劍，重建集體認同的同時，亦充分表

現出渾圓成熟、穩健不亂的操作藝術，其間民間自發性塑造的政治認同與官方形塑

的集體認同呈現吻合之處，兩者更巧妙地因該事件而相結合，顯現辯證發展關係，

相關言論要點如下： 

 

1、胡錦濤指出，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使用導彈襲擊駐南斯拉夫使館，這一違背國

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的罪惡行徑，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中國政府嚴厲

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野蠻暴行，要求北約必須對此承擔全部責任；要求聯

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和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野蠻行徑；凡此都

表達全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堅持正義、反對侵略的共同心願。72 

2、全國各地的廣大群眾，紛紛舉行座談、集會、發抗議信或抗議電等各種活動，強

烈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野蠻行徑。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瀋陽等一些

城市的學生和群眾，還在美國駐華外交機構附近舉行了示威遊行。這一切，反

                                                                                                                                                 
頁 40-43。 
71鄭叔平，「科索沃事件後中共的反思」，中國大陸研究，第四十二卷第五期，民國 88 年 5 月，頁 1-2。 
72 http://www.zaobao.com/zaobao/special/special/kosovo/pages/kosovo090599x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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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和強烈的愛國熱情。中國政府堅決支援、依法保護一切

符合法律規定的抗議活動。73 

3、江澤民指出，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對中國使館進行導彈襲擊，必須對暴行承擔

全部責任，必須對中國政府提出的要求作出全面交代，否則，中國人民決不答

應。對於一切國際事務，堅持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事

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來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74 

4、任何其它的藉口都無法掩蓋北約及其盟國意圖借機打擊中國的陰謀。這是北約對

中國政府和民眾反對北約出兵的報復，我們將同樣號召全球中國同胞在自己可能

的範圍內破壞北約的利益。讓野蠻的北約走向墳墓，給世界以安寧！75  

5、一名中共網民「東京屠夫」更在網路上說：美國人炸我駐南大使館是典型的恐怖

主義行為！不是誤炸！76 

6、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是近來一連串事件後的導火線，朱鎔基對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的許多讓步、人權問題，以及對北約轟炸南斯拉夫等，早已引起中國國內

的不滿。但是過去的不滿只在口頭上的譴責，但現在卻是行動上的抗議。77 

 

二、「中」美軍機擦撞事件 

 

二○○一年四月一日，美國海軍電偵機 EP-3C 在南中國海附近海域偵巡，與駐

海南中共海軍第九殲擊師的殲－8 機擦撞，殲－8 機落海，EP-3C 迫降海南島，美「中」

之間產生嚴重摩擦，至四月下旬才暫告一段落。78事件發生後，美不斷在外交上對

                                                 
73 http://www.zaobao.com/zaobao/special/special/kosovo/pages/kosovo090599xx.html。 
74 http://www.zaobao.com/zaobao/special/special/kosovo/pages/kosovo140599a.html。 
75 http://chineseuser.com/lcsc/lcsc-antinato.htm。 
76 http://202.99.23.237/cgi-bbs/ReadFile?whichfile=4971248&typeid=14。 
77 鄭永年，http://www.zaobao.com/zaobao/special/special/kosovo/pages/kosovo110599c.html。 
78 中國時報，民國九十年四月五日，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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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展現強硬姿態，並導致雙方關係緊繃。 

 

中共為避免重蹈上次北約誤炸南斯拉夫使館事件被視為軟弱的覆轍，對於此次

「中」美因雙方軍機衝突所導致的僵局，中共於事件初始階段採取強硬的立場，一

方面也是因應國內不斷上升的民族主義情緒。此外，中共亦持續關注網路和輿論反

應，以免再度發生反政府的示威抗議事件。 

 

在江澤民主導之下，撞機事件大致圓滿落幕，在華府三度致歉後，北京歸還美

機組員。中共認為撞機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提早啟動了雙方的磨合期，中共官

員認為這是好事，中共對美國戰略的改變採取低調因應，先等美國出牌在考慮如何

回應。撞機事件使得美國對中共的態度與判斷產生很大的影響；對中國大陸內部而

言，中共當局在操作民族主義這把雙刃劍時，亦產生凝聚民眾認同的共識。網路論

壇相關的言論要點如下： 

 

1、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指出：中國軍用飛機在中國沿海對美國軍用偵察機實施

跟蹤監視，屬於正當的飛行活動，符合國際慣例。中方飛機墜毀的直接原因，是

美機違反飛行規則突然向中方飛機轉向、接近造成的。發生這一事件的責任完全

在美方。中方已就此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和抗議，對美方給中方造成損失問題，

中方保留進一步交涉的權利。79 

2、江澤民指稱，最近在中國海南島沿海空域發生的中美軍用飛機碰撞事件，責任完

全在美方。美國應停止在中國沿海空域的偵察飛行，這樣才能防止類似美國偵察

機撞毀中國飛機的事件再次發生，才有利於中美關係的發展。80 

                                                 
79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us/pages2/crash020401a.html。 
80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us/pages2/crash030401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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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澤民四月十日強調，國際形勢總體上趨向緩和，追求和平與發展已成為世界人

民的共同願望。但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民族、宗教、資源等因素引發

的局部衝突頻繁發生，環境、毒品、難民等全球性問題日益突出，和平與發展仍

面臨挑戰。在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問題上，中國絕不屈服於外來壓

力。81 

4、親北京的香港工聯會在美國領事館外舉行示威，約一百名示威者「強烈抗議美國

偵察機入侵我國領空及撞毀我國戰鬥機」。指責美國太懦弱而不敢面對此事。82 

5、美國侵略咱們主權是每一個中國人不能容忍的事。對這個事情我們都感到很生

氣，非常憤慨。美國政府在事情發生後，不向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道歉，而是提

出種種無理要求，進行百般狡賴，這是美國霸權主義思想的又一次大暴露。83 

6、中美軍機出現了「肢體衝撞」，揭示自布希上臺後，中美關係在諸多領域成為東

亞區域中最令人捉摸不透的「陰雲」。從亞太區域安全角度來講，中美撞機事件

背後隱藏著區域最深刻的危機，如果事件非理性發展，或者是雙方國內鷹派占了

上風，從小處講可能再次使得中美關係倒退，從大處講臺海局勢難不隨波逐流出

現惡化，事件更會牽扯到提供美國使用軍事基地，來「鏈型」軍事包圍中國的日

本和南韓。 

7、中美兩國從人權到核武擴散乃至臺灣問題，鮮少發生意外情況，只是在外交領域

的諸多衝突。但這次雙方軍機相撞顯然是「擦槍走火」，沒有理性處理好臨界問

題。在國家的角色扮演中，軍方往往是以鷹派而自居，殊不知任何的非理性過錯

都會引發諸多的問題，尤其在現代國際環境中，區域中大國之間的關係，對區域

整體的安危繫於一發之間，美中兩國關係更是亞太穩定的基石，因此，美國沒有

理由置亞太群體利益於不顧，引起亞太諸國對區域和解前景的焦慮。 

                                                 
81 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1/04/eastday100401a.html。 
82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us/pages2/crash030401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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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據中國軍事專家和學者指出，自台海危機以來，美國便加緊了對中國的軍事情報

蒐集，它的軍事偵察機也頻頻侵入中國領空，軍艦也有意無意的侵入中國領海專

屬經濟區，或是多次在中國領海、領空邊界大玩擦邊球。窺探中國虛實也罷、加

強對應能力也罷，時間久了，就難免生出事端來。 

9、美國不應只從自己的喜好角度去窺測方向，以求一逞，而應以揆情度理的態度處

理好美中關係，這才是亞太諸國之福。 

10、美國太平洋司令部的總司令布萊爾指責，中國軍機在南中國海上空阻攔美國軍

機「日益頻繁不安全行為」是導致出現碰撞的原因，這實在是一種居高臨下惡人

先告狀的說法。 

11、中國雖忌諱美國，但中國並非是南斯拉夫，這只能引起中國反美民族主義情緒

的高漲，並把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和撞機事件的新舊老帳一起來算。84 

12、中國要求加強軍備以趕上美國的訴求，軍機人員的墜毀肯定會增加反美的情緒。

除軍人外，中國民眾對此事件的反應，無疑也會再度激起民族的反美情緒，這事

已在香港的工聯掀起了向美使館抗議行動，北京的群眾也會有所行動。中國領導

人在處理此事件時不能太讓步，否則便會被視為太軟弱的表現。85 

13、這幾天不僅是在網路上、電視台或黨報上，都可以看到黨和政府的聲音，以及

普通老百姓愛國的激情和激昂的話語。我們有權利對覺察到的事實做出反應，

只是我們所做出的情感反應，其實是對相關的新聞報導做出反應。86 

14、在中國，當所有的媒體（正確的說法應該是黨的喉舌、宣傳機器）都用一個聲

音說話的時候（其具體的表現形式就是，所有的新聞稿都來自世界上員工最多

的新聞社--新華社），裡面肯定有問題，那些話如果不是說全不可信的話，起碼

                                                                                                                                                 
83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us/pages2/crash050401d.html。 
84 張臨濤，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us/pages2/crash040401j.html。 
85 鄭赤琰，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us/pages2/crash050401k.html。 
86「愛國者遊戲：中美戰機相撞觸動了中國人最敏感的神經」，北京青年報網站，「青年論壇」之「七



 66

也有部分不可信。當所有的媒體都用一個聲音說話的時候，一定是有人在掩蓋

什麼，還想灌輸什麼；當然是消滅「不正確」的事實，宣傳「正確的真相」，

其做法就是用「正確」的「事實」狂轟濫炸，而所謂的「不正確」的事實你根

本就看不到。87 

15、在中國，愛國也得分場合，愛國熱情也得服從命令聽指揮。在中國，任何人都

沒有按自己的方式愛國的權利。當我們賴以做出判斷和反應的信息卻是被操縱

的時候，這種情感就成了可以被人利用的力量。我們需要質疑的是，權利控制

社會信息傳播、有選擇地透露和封鎖信息的做法的合法性。如果聽不到不同的

聲音，或者不同的聲音被刻意地壓制，其結局對於自己、對於他人，都是可怕

的。88 

16、處理「中」美軍機擦撞事件中國主流媒體過於克制、簡樸。以網路而言，人民

網、新華網等與非主流的如網易和新浪比較來看，非主流的網站在版面編排上

處理的比主流網站好。人民網的強國論壇四月二日關於撞機事件的發言約八百

條左右，其中產生很多謠言。89 

                                                                                                                                                                                                               

三、「九一一事件」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以及華盛頓五角大廈先後遭受

恐怖主義的暴力攻擊事件，舉世震驚。隨後美國立即發起全球性反恐怖主義行動聯

盟，並且由美英聯軍於十月七日展開對阿富汗的空中攻擊行動，任務是直接攻擊恐

                                                                                                                                                 
嘴八舌」討論區，2001 年四月七日。 
87鮑比，「在中美撞機事件引起的激情背後：媒體操縱和民意控制」，當代中國研究，2001 年第二期
（總第七十三期），頁 75。 
88鮑比，前引文，頁 76。 
89 「『從中美飛機相撞看兩國媒體的國家意識』北京清華大學討論會紀錄（摘要）」，當代中國研究，
2001 年第二期（總第七十三期），頁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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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份子。事實上，反恐怖主義的戰爭是一場沒有國界、沒有戰線、也看不見明顯敵

人的戰役。 

對中共而言，震驚全球的「九一一事件」具有正面的意義。一是反恐戰爭成為

布希政府的當務之急，所謂「中國威脅」相形之下急迫性降低，中共可藉著共同打

擊恐怖份子之機，和美國修復關係。二是中共可藉機爭取以美國為主的國際社會，

支持其打擊疆獨、藏獨以及台獨的立場。「九一一事件」在中國大陸內部引起廣大的

迴響，尤其是網際網路的熱烈討論，由反恐、反獨、反霸等觀點與言論，延伸與民

族主義情緒間得連結亦是值得探討的議題。網路論壇相關的言論要點如下： 

 

1、江澤民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後，致電美國表示震驚，並強調「中國政府一貫譴

責和反對一切恐怖主義的暴力活動」。隨後，江澤民聲明美國採取軍事行動之前，

應切實執行聯合國及安理會的相關決議，並說明中共反對一切形式恐怖主義活

動、打擊恐怖份子應有確鑿的證據，行動目標應明確，避免傷及無辜，以及在尊

重聯合國憲章的基礎上，中共願意在安理會討論有助打擊恐怖主義的三項主張。

90 

2、江澤民打電話給俄羅斯總統蒲亭、法國總統席哈克與英國首相布萊爾，藉外交動

作確保中國就美國對恐怖攻擊採取反應所持立場，受到國際間重視。江澤民與蒲

亭一致認為，解決途徑應該考慮「一切的方式」。江澤民強調召開聯合國安理會

的重要性，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否決權的中、俄、法、英、美五個常任理事國，應

該「充分通力合作打擊恐怖主義」。強調打擊恐怖主義活動「必須遵守聯合國憲

章的宗旨與原則，以及公認的國際法準則，而且必須召開聯合國安理會」。美國

任何反應都必須有所節制，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靜」、慎重處理相關問題。 

3、美國九一一事件引發的新時代的開端，對中國新領導精英來說，未嘗不是個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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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上的契機。但中國必須先知己知彼。美國在遭受恐怖活動大破壞，正重新調整

國內外安全戰略以及國土安全結構系統之際，大公司舞弊案卻又連連發生。此

外，股票市場疲軟、投資裹足不前等新問題，也相繼湧現。美國，可說正處在一

個危難時刻。然而，過早地給美國的前景遽下定論，不但無助於認清事實，也無

法從中汲取教訓。91 

4、美國所進行的「反恐怖戰爭」不是為了實現穩定與安全以及建立和平秩序，而是

為了實現侵略目的和統治主義野心。過去時期美國將聯合國當作進行海外侵略的

工具，但今天美國連聯合國表決器都? 棄了，按照自己的意願，在「反恐怖」的

招牌下，進行著侵略戰爭。如果默認允許在美帝「反恐怖」的藉口下進行的盲目

的侵略行為和干涉戰爭，國際社會就會陷入動亂之中，世界和平將遭到破壞。 

5、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必須深刻地認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和深刻性，絕不能允許美國

絲毫的軍事活動。美國好戰勢力試圖給朝鮮人民帶來戰爭之火，在這種條件下朝

鮮將百般增強軍事力量，做好萬無一失的戰鬥準備。92 

6、民族問題不能和「恐怖主義」混為一談。輕率把民族問題當作「恐怖主義」，是

領導者膽怯、無能。93美國人才是真正的恐怖主義根源。94 

7、中國的反恐怖時機業已成熟。藉此次疆獨份子製造的恐怖事件全面開展反恐行

動，藉反恐行動鍛煉中國的反恐能力，成立專門的大型的反恐怖作戰中心，將來

台海一戰，雖然戰勝，卻難免出現大規模的持久的恐怖活動，通過這段時間的積

累和鍛煉，將來應付上綽綽有餘。另外，西部開發需要絕對穩定的環境，新疆又

是戰略重地，平定西北對於將來的台海局勢將有深遠影響。95 

                                                                                                                                                 
90 http://www.zaobao.com/special/us/pages1/attack130901s.html。 
91 愛你一萬年，http://202.99.23.237/cgi-bbs/ReadFile?whichfile=5032869&typeid=14。 
92 http://202.99.23.237/cgi-bbs/ReadFile?whichfile=4719938&typeid=14。 
93 http://202.99.23.237/cgi-bbs/ReadFile?whichfile=4826874&typeid=14。 
94 http://202.99.23.237/cgi-bbs/ReadFile?whichfile=4961564&typeid=14。 
95 http://202.99.23.237/cgi-bbs/ReadFile?whichfile=4856471&typei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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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納粹也好，穆斯林恐怖主義也好，都是被西方文明列強踐踏的弱勢民族本能的絕

望反抗。96「張三一言」說：我反對美國打阿富汗，是因為這一打的後果必然會

導致濫殺無辜，客觀上的實際效果和恐怖分子在紐約大屠殺的它滅絕人性、殘視

人命沒有本質的差別。97 

9、閻學通教授認為，美國國防部發表充滿鷹派色彩的《中國軍事力量年度報告》，

顯示美國並沒有因為「反恐」戰爭而放棄對華的防範戰略目標；回顧中美關係過

去十年的發展，「兩國的安全矛盾是在增長而非下降。98 

 

四、民族主義與政治認同的省思 

 

檢視中國大陸民眾的民族主義意識，我們發現八○年代和九○年代存在明顯的

不同。在八○年代，中國大陸民眾對西方世界普遍存有好感，向西方學習成為整個

社會的呼聲。但是，自九○年代初以來，由於西方國家各種有關「中國威脅」和「圍

堵中國」理論的興起，視中共為潛在威脅的假想敵，並打壓中國大陸，使得大陸民

眾不再對西方抱有幻想，伴隨而來的是民族主義情緒式的批判成為一種知識風氣。99

《中國可以說不》等系列著作，以及李希光、劉康合寫的《在妖魔化中國的背後》

等出版品，其所表達的反西方、反美民族主義思想就是很好的例證。 

 

上述這種民族主義情結概念的形成是具有文化和歷史背景。一是，它包含著一

種深層的「歷史上的受害者心態」的悲情意識，導致中國人對國際局勢可能造成對

中國利益的損害保持著一種相當強烈的敏感，一種直接的、即時的對近代民族苦難

                                                 
96 http://202.99.23.237/cgi-bbs/ReadFile?whichfile=4938790&typeid=14。 
97 http://www.creaders.org/forums/politics/archive/articles/284.html。 
98 閻學通，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us/pages3/sino_us170702a.html。 
99鄭永年，「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2000 年夏季號，總第三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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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想與追憶很容易經由這種聯想的「受害意識」與「危機意識」而形成群體性的

激烈的反應。二是，主權高於人權的價值觀，由於近代的歷史經驗使其將「主權」

化約為民族的「集體人權」，也就是突顯國家利益的「集體人權」遠高於以個人為本

位的個體人權。 

 

就實而論，九○年代中期，中共高層一方面表現出對民間自發性的反美民族主

義在一定程度上的肯定；另一方面又擔憂這種自發性的民族主義一旦任其發展亦有

可能失控，甚而被異議人士利用以遂行其超越政府控制的社會動員，因此這種自發

性的民族主義思潮就不再受到官方的支持。自九○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共當局對民

間自發的民族主義思潮及行動的基本做法，是採取不鼓勵、不支持、不報導的態度，

並予以及時化解的方式。例如：民間的對日索賠運動、民間對菲律賓排華事件的自

發反應，均受到約束與控制。 

 

在中美矛盾未激化情況下，這種民間/市民社會自發的反美民族主義思潮不但

受到政府的控制，而且也受到多數知識分子的批評。例如，九○年代中期美國著名

學者杭廷頓發表了「文明的衝突」一文，強調中美之間衝突的必然性，中國的知識

份子紛紛著文批駁杭廷頓的觀點。這一事實足以說明，至少在九○年代中期以前知

識份子確實還普遍對美國抱有溫和的態度，雖然上述自發的民族主義和對美警惕的

心理仍然在知識份子中相當程度地存在。100然而，九○年代末期以來，中國民間對

美民族主義情緒似乎出奇的高漲，儘管官方論述之中似乎表現一再的克制，但是中

共領導人和知識階層在私下仍不斷地對美國意圖分裂中國與台灣，或美國利用人權

                                                                                                                                                 
頁 106。 
100蕭功秦，「科索沃危機與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民族主義」，當代中國研究，2001 年第一期（總第二十
七期），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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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侵害中國的主權等問題懷有極大的焦慮。101 

 

綜觀一九九九年的「北約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使館」、二○○一年「中美撞機

事件」以及「九一一事件」，其事件性質雷同均涉及中共的對外關係以及主權尊嚴等

問題。中共當局藉這些事件巧妙地運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操作，形成由上而下主

導、凝聚認同意識，使得官方與市民社會之間產生良性互動與影響。 

 

    這些事件於初始階段，在中共當局的主導/默認之下，大陸民眾的民族意識高

漲、群情激憤、民情沸騰、遊行鼓譟、襲擾外館等抗議行動；在網際網路上衝斥著

各種義憤填膺的言詞、批評美國的霸權行徑、中共當局的軟弱無能等言論。 

 

隨後，中共當局一方面感受到民間/市民社會的民族主義情緒持續升溫並強

化，存在著非理性、不可控制的威脅；而秩序失控又會賦予懷有不同政治目的人可

乘之機；自發遊行中出現各種排外的過激行為，也會使影響到對外關係。然而，另

方面民間自發的民族主義也有某種的益處，也就是說，大陸民眾有別於政府的強烈

反應，適足以令美國政府認為中國人的「民心可畏」，而在某些方面採取適度的緩和

措施，例如中共加入 WTO 談判。102 

 

綜上所述，中共當局以「穩定」為訴求，對民間相關言行採取理性、節制的措

施；這種民間自發性的認同塑造，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共官方主導的集體認同相契合，

尤其是在對外關係面向上形成中共的強大後盾，促使中共在對外關係發展方面亦能

取得相當的進展，增進國家利益。 

                                                 
101石之瑜，前揭書，頁 47-48。 
102蕭功秦，，前引文，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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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市民社會對內抗衡的例證：法輪功事件 

 

法輪功事件的起因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的院報發表一篇文

章，將法輪功稱為「邪教」，因而引發北京、天津地區六千名法輪功的學員，在一九

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聚集天津，到天津教育學院門口靜坐，要求政府讓何祚庥出面

道歉，但卻遭天津的公安逮捕其中的數十名學員。次日，有近二萬名法輪功學員從

各地趕往北京，聚集在北京中南海四周，他們既不貼標語，亦不喊口號，極有秩序

地進行示威靜站，他們向中共中央提出不被視為「邪教」，並保證不會壓制他們發展

的要求。其後六月三日、十一日、七月九日、十一日法輪功學員分別於北平、山東、

江西等地陸續發生規模上千人的抗爭示威；迄七月二十日，中共當局全面展開鎮壓

逮捕行動。 

 

中共向來是以組織見長，擅於從事群眾運動，並對統治區域中的一切團體和人

員予以嚴密掌控，對中共而言，突發性，無組織的群眾聚集，只要採取疏導或鎮壓，

很容易即加以驅散，適時掌控。但是此次法輪功事件，中共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等

維護治安的部門似乎未作妥善因應措施103。法輪功事件的示威場面，是中共建政後

首次出現，既不同於文革的示威遊行，亦有別於十年前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

可謂繼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出現最大規模之群眾抗爭事件。此事

件令中共當局震撼的主因在於法輪功組織成員數量龐大，涵蓋大陸各個階層，組織

嚴密，信息傳遞迅速，借助電腦網路互相聯繫，具有高效率的動員能力，且有高層

                                                 
103 施哲雄，「從法輪功事件看中共對大陸社會的控制」，共黨問題研究，第二十五卷第六期，民國

88 年 6 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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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退休幹部、黨員和軍官涉入。104因此，中共決定全面嚴加取締，以杜絕隱患。  

 

    我們摘錄大陸網站上對法輪功的正反意見，這些意見很大程度是一種宣傳與宣

洩之用，我們並不能單純的從這些意見得出有關法輪功的真實情況，在這裡我們只

是將它作為政府/國家機器與民間/非國家機器之間的一種意見彙整。經由彙整這些

意見，我們可以看出很明顯的正反對立傾向，這種傾向也表示出一個不受中共政治

力量制約的言論力量明顯的成形： 

一、言論要點：   

1、法輪功是教人向善的大道正法，告訴我們人類追求生命尊嚴的力量是無窮的，修

練法輪功身體明顯受益，並非如中共所言是邪教。五十多個國都有法輪功並受到

廣泛的支持，只有中國政府鎮壓。105 

2、好人不應被抓，人權無國界，呼籲中共停止迫害、虐殺法輪功學員，還給人民信

仰的自由。而不向邪惡妥協，也是一種人權。 

3、珍惜大法，珍惜生命。法輪功告訴我們：人類追求生命尊嚴的力量是無窮的！迫

害大法的暴徒大多是腐敗份子。106 

4、正信之力可鎮邪，假的畢竟是假的，中共的騙術終究是會被揭穿的。邪惡的鎮壓

者現在已經窮途末路，他們賴以維生的唯一條件就是謊言。107 

5、法律的根本價值在維護正義。中國的新聞良知失落太久了。 

6、真善忍威力無窮，它超越國界、文化、語言、種族的藩籬。世界需要真善忍。108 

7、堅決抵制邪惡勢力的非法行為，以減少迫害。中國當權者對法輪功的處理違背馬

                                                 
104 朱蓓蕾，「中國大陸的制度轉型與社會變遷面臨之問題」，遠景季刊，第一卷第三期，民國 89 年
7 月，頁 100-101。 
105 法輪論壇，http://www.creaders.org/cgi-bin/falun.cgi。 
106法輪論壇，http://www.creaders.org/cgi-bin/falun.cgi。 
107 走向論壇，http://www.6-4tianwang.ccom/cgi-bin/forum1/mainpage.cgi。 
108 宗教論壇，http://www.china101.com/cgi-bin/relipage.pl。 



 74

克思主義，沿用的仍是群眾大批判的政治運動的方式。109 

8、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與迫害，是一種國家恐怖主義，違反憲法與法律，更違背道

德。 

9、中共利用其操縱的喉舌媒體對法輪功大肆誣陷，卻不允許法輪功民眾發表自己的

聲音。兩年多來向民眾灌輸的謊言就如同一個越吹越大的氣球110。 

10、講清真相是挽救眾生的最大善行，要將中共迫害法輪功罪行，告知大陸人民及

國際社會，以澄清事實，瞭解真相。 

11、法輪功是邪教，它斂財、製造無數人間慘劇，危害社會，擾亂秩序，是健康和

生命的禍害，是家庭和生活的破壞者，是奪人性命的犯罪者，是人間悲劇的製造

者。 

12、指稱法輪功踐踏人性、侵犯人權。 

13、法輪功是對善良和無知者的欺騙。科學是剷除邪教的利器，呼籲法輪功痴迷者

該懸崖勒馬了。且看法輪功明慧網是如何無恥篡改華盛頓郵報的報導的111。 

14、法輪功不是科學，也不是宗教。呼籲大陸人民要崇尚科學，破除迷信，稱法輪

功是人類禍害、社會毒瘤。112 

15、邪教破壞穩定，危害經濟建設。 

16、依法處理法輪功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需要，應嚴懲邪教組織違法犯罪活動，清除

邪教毒瘤。網上雜誌調查，過半數讀者否定法輪功。113 

17、李洪志已成為西方反華勢力的傀儡和走卒，法輪功具有國際背景及政治圖謀，

要警惕法輪功邪教新的極端行為和恐怖行動。所謂真善忍是邪頭蠱惑百姓背棄

                                                 
109 東西南北論壇，http://www.china101.com/cgi-bin/polipage.pl。 
110東西南北論壇，http://www.china101.com/cgi-bin/polipage.pl。 
111 人民論壇，http://61.145.114.13:89/gate/big5/www.people.com.cn/GB/paper85/。 
112 強國論壇，http://61.145.114.13:89/gate/big5/bbs.people.com.cn/cgi-bbs/ChangeBrd?to=14。 
113強國論壇，http://61.145.114.13:89/gate/big5/bbs.people.com.cn/cgi-bbs/ChangeBrd?to=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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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寰的羊皮幌子，是狼中之狼。114 

18、只有反對邪教才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長春邪徒恐怖行動要害不在於徒勞抵賴

自焚，在於邪教開始鋌而走險。115 

19、打擊邪教就是保護下一代。反邪教就是反對邪教頭用欺騙侵犯和蹂躪信徒的人

權。116 

20、不是思想自由問題，而是邪教與違法。所謂真善忍是邪頭蠱惑百姓背棄人寰的

羊皮幌子，是狼中之狼。為了反華，玩弄信仰，邪教師徒和反華政客的共性。

117 

21、法輪功癡迷者在天安門廣場自焚事件公開後，首都北京不少機關單位和高校舉

行座談會，大家對法輪功邪教殘害生命的罪惡本質表示極大憤慨，對法輪功癡

迷者自焚、尤其是十二歲少女和女大學生的自焚慘劇表示惋惜，同時希望政府

加大對「法輪功」邪教組織的打擊力度，確保首都政治安定、社會穩定。現在

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法輪功不是一般的邪教，它和西方反華勢力有密切聯繫。

全體市民應該站出來同反人類、反科學、反政府、反社會的邪教進行堅決鬥爭。

118 

 

二、政治認同的迷思 

 

檢視法輪功事件的性質並非來自於外力的介入，而是屬於大陸內部自發性的事

件。中共視其為「三大威脅」之一，對法輪功的定位定性自一九九九年七月官方宣

布法輪功為「非法組織」，十月份將其定性為「邪教組織」，二○○○年十月升級為

                                                 
114 反邪教論壇，http://www.anticult.org/talk/index.htm。 
115 大家論壇，http://bbs.chinesenewsnet.com/cgi-bin/mainpage.cgi?encoding=gb2312&bbs=Dajia/。 
116 新華通論壇，http://207.151.76.245/cgi-bin/mainpage.pl。 
117反邪教論壇，http://www.anticult.org/talk/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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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動敵對組織」，二○○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天安門自焚案後被定性為「反政府組

織」，二○○一年六月「兩院」將法輪功定位為「反動政治組織和政治勢力」，在「九

一一事件」後江澤民更將法輪功升級定性為「恐怖組織」。 

 

法輪功學員運用網際網路具有高度的滲透性和快速流通的特點散播信息，相互

溝通、對話和聯繫，透過網際網路的聯結與網友們做交叉互動式的辯論與探討，使

其在網路空間（Cyberspace）的虛擬世界產生某種去集中化（decentralization）現象，

使得傳統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產生微妙的變化，民眾相對於國家擁有更多的自主權

以及資訊，以利其表達各種不同的意見，形成市民社會相對更寬廣的發展空間，促

使中共難以傳統的方式操作國家機器來控制人民的思想與生活，囿於現實被迫必須

對網際空間這種反主權本質加以控制或防患，避免衝擊國家的統治權威，進而危及

國家安全與政治、社會穩定。 

 

法輪功事件迄今已逾三年，然而今（二○○二）年兩會期間爆發的法輪功抗議

活動證明中共至今仍無法完全瓦解法輪功。三月五日吉林省發生法輪功信徒佔據電

視台頻道事件，使得法輪功影片在長春電視台的八個頻道足足播放五十分鐘，震驚

中共高層。尤其長春是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的故鄉，法輪功信徒於朱鎔基政府工作

報告表明嚴打法輪功的當天，在長春發動抗議活動格外具有挑戰中共的政治意味。

此外，兩會開會期間，天安門前也有七名外籍信徒進行抗議活動。這顯示中共的社

會控制出現漏洞，法輪功信徒仍能凝聚足夠能量發動各種不同形式的抗議活動，成

為大陸政治安定的一大隱憂。 

 

由於法輪功具有中心思想、精神領袖、人數眾多、組織動員能力快、滲透力強、

                                                                                                                                                 
118 2001/01/31http://www.chinaembassy-fi.org/chn/79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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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現代資訊傳遞訊息等特點，此種自發性的、相對於國家機器的民間力量，形塑

強而有力的自我認同，某些時候挑戰中共國家機器所塑造的集體認同，並形成中共

統治上的壓力。因此，中共認為法輪功事件的根源是政治鬥爭和意識型態鬥爭，由

此不難理解中共官方為何加強對法輪功活動的控制。 

 

參、 小結 

綜上所述，從北約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使館、「中」美撞機事件、九一一事件、

以及法輪功事件等網路焦點議題的討論，我們發現九○年代末期以來，中國大陸確

實存在自發性、開放的市民社會。中國大陸在面向全球化時，其市民社會是由外向

內，以及由對反思所產生的張力所形成，其在面對全球化浪潮時，則是以堅持「中

國主體」與「中國特色」的思維塑造自己的認同觀。而中共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則

是由官方主導、民間自發，國家機器/官方主導，以及民間自發的民族主義/愛國主

義的向度去形塑政治認同，這種由上而下、由下而上雙向交互影響的交流，型塑成

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市民社會」。這種市民社會中相對自主性的公共領域空間，

當其展現在對內事務方面，有時會形成中共統治上的壓力與挑戰；然而，在對外關

係方面，則形成中共當局強而有力的民意後盾。 

 

當然，我們也不能過度的誇大中共內部市民社會的勢力與作用，但可以確定的

是，這股力量在發展的過程中變得更強大、更具自主性，這一點相信是任何人都不

能否認的，而這一股力量的成長與勃興，以及通過對愈來愈多議題的關注與討論，

相信這一股力量將會愈來愈成熟。 

 

 



 78

 

 

 

 

 

第五章、結論 
     

    二十世紀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具有相當意義的時代，這個時代讓中國與她的過

去徹底告別，走上一個沒有歷史過去可供借鑑、可以對照的全新的時代，這個時代

讓中國走出了自己的固有疆界，面向世界與另一個更大的時空接軌，讓中國成為世

界體系的一份子，這個時代也讓中國走出了自己的固有傳統，而在與西方文化價值

體系交會時激盪出另一個新的風貌。 

 

    中國在二十世紀曾經有兩次與西方接觸了經驗，第一次是在民國初年，這一次

的接觸讓中國深感挫折與屈辱，開始反省自己並試圖通過效法西方來達到富國強

兵、民生康樂的最終目的，只可惜這個目標並未達成，受限於中國所處的時代以及

中國在遭逢「千年未有之變局」後所累積的求新求變的能量，讓中國陷入一片動盪

之中。然而這種動盪卻也讓中國封閉了千年的民心與民智為之頓開，藉由西方思想

與價值觀的的論述，讓中國人民開始敢於發聲、開始敢於挑戰傳統，然而這一段時

期的中國在自我思想建構與思維上尚無法成熟，因此只能跟隨著西方啟蒙時代以來

的傳統亦步亦趨的摸索著適合自己的道路，以西方的價值觀念或意識型態的作為建

設/發展中國的一個學習/思考典範，在這個過程裡，中國/中國人民亟欲思索出一條

屬於自己該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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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中國在這一條路上走得跌跌撞撞，而且由於認識與作法上的不足，再加上

人謀不臧的結果，釀成了如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般的悲劇，同時也使中國由民初

的門戶洞開轉向五０年代後的閉關自守，斷絕了與外界的往來的結果使得中國人民

的思想為之封閉，一直到七八年的改革開放政策以後才真正結束這種閉關鎖國的狀

態。然而，藉由這一連串的歷史發展過程，讓中國人民在集體思想/認知上，開始敢

於追求自己的權利，開始意識到自己是作為一個獨立人格的存在，並且勇於走出傳

統觀念的束縛。中國人民不再絕對遵循傳統「順民」的觀念，不再直覺式的將國家

君王當成是神聖且不可侵犯的，而開始瞭解思考自己的所處的位置與存在的價值。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人民的思想重新獲得了解放，中國人民在思索中國未來的

同時，也同時思索自己的未來；在思索國家該以什麼樣的角色/地位面向世界的時

候，也思索自己該以什麼樣的角色/地位來釐清個人與國家/社會的關係。這不能不

歸因於中國又再次面對來自西方的衝擊。這一次的接觸猶如民國初年一般，讓中國

又再一次的見識到西方的進步與繁榮，雖然這一次的接觸不再是通過西方的武力叩

關而來，但是對西方物質文明的嚮往以及對西方精神文明的渴求仍然一如民初一

樣，並且一樣藉由西方的思想與價值觀念來檢視/抨擊政府當局的種種作為與意識型

態。然而在經過十數年的互動往來之後，中國人民開始不再像民國初年一般的絕對

迷信西方的東西，中國人開始意識到「中國主體」的存在，以及西方始終是做為中

國的一個「他者」的力量存在，因此，中國人民開始站在自己的立場看待事情與表

示意見，對西方則由原先的接受依循轉成一種批判反思，並亟欲建立中國傳統的態

度，而這種態度背後的推動力量，除了官方的有意識操作之外，也包括了民間一種

自覺力量的興起，然而這股力量並非全然是受官方操控的，在不同議題上這股力量

也會反過頭來批判/制約官方的意見與作為，也因此，我們可以說這種力量正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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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會在中國出現的表徵。 

 

    中國市民社會的興起，一個很大的程度是來自於政治認同的解放以及多元化，

這個意思並不是說中共在意識型態上不再堅持將馬列主義或共產黨的領導視為首

要，而是有更多的認同元素沖淡了原來的單一合法認同。隨著資訊化與全球化浪潮

的席捲當代，不管是贊成或反對者，都無法自立於這股浪潮之外，中共雖然極力抗

拒以西方價值體系為主導的全球化，卻無法抵擋這股時代浪潮對中國大陸的洗滌與

入侵，中國人民開始接觸西方的事物，並且開始喜歡/認同西方的事物，正如麥當勞

的入侵讓包子饅頭不再是早餐的唯一選擇，好萊塢電影的英雄人物更能震撼人心一

樣。馬列思想與共產黨的領導也不再是中國人民心中唯一關心的事，有更多不屬於

意識型態和政治範疇的東西吸引了人們的注意，也讓人民開始關心在意以及將這些

事物視為是生活中的重點。政治認同對個人生命價值的絕對性被沖淡在種種對其他

事物的認同上，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在這個時代已經不再是認同的唯一構成單元，更

多的認同觀點充斥在社會裡，這也使得人民在政治範疇外另外尋得一個建構這些認

同的公共空間。而在資訊化、全球化時代，這個公共空間裡面的認同觀是跨國界、

跨時空的，也是超出政治力量/國家機器所能制約/限制的，這種公共空間所構成的

市民社會，已經不再是傳統的市民社會，而是一種「全球市民社會」。 

 

    這種全球市民社會的形成，同時也是促成認同多元化的主因，這不僅是因為傳

統市民社會的作用範圍會由一個國家往全世界延伸出去，更重要的是不同國家內的

市民社會可以彼此互動支撐，形成一個超越國家機器/政治力量所能干預的空間，也

因此中國人民形成一股自發性的市民社會力量之後，可以與其他國家的市民社會互

通聲息兼且互動，藉由國際輿論和全球非政府組織的力量，讓中國政府無法以政治

力量將這個公共空間關閉甚至毀掉，而這種全球市民社會形成的一個重要利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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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網際網路。網路的發達，讓時空之間的距離不再成為溝通互動上的障礙，也讓中

國人民可以藉由網路與其他國家串連，進而瞭解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或是發表他所不

能談論的意見，並且藉由這一個空間來避開政府/國家機器有形力量的干涉，而以一

個虛擬的空間來作為與其他人/單位互動的場域。中國政府雖然對網路管制的問題感

到十分頭痛，數度架設防火牆或切斷國內網路的對外聯繫通道，但卻無法徹底抵擋

這一股已經成為時代主流的浪潮，網際網路的發展造成中國大陸為政治力量所封閉

的國家空間成為開放，也造成中國大陸公共空間/市民社會的興起。 

 

    中國市民社會的興起雖然只是短短的十數年，但是卻是以一股沛然莫之能禦之

勢蓬勃發展，這股力量是具有相當程度的思考能力與自主性的，這可以充分的反映

在它對內和對外的態度與作用上，它不是全然的倒向西方，以西方的價值觀與意識

型態來當成思考和作為的依據，並藉此來反抗政府/國家機器的作為；但也不是可以

全然受到中共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操控與掌握，而成為中共對抗西方的一個「反和

平演變」的利器。它是以中國主體/中國國家/中國社會為出發向國家機器/西方/全世

界發聲的。 

 

   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的市民社會將會在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上扮演何種角色，發

揮何種作用，其實是頗值得令人玩味的。 

 

    無可否認的，中國在以西方為主導的全球化時代下，其實已經愈來愈有走出西

方制約的可能，尤其是在中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逐漸提高的情況下，西方國家已

經不能將中國視為一個可以單純依靠想像/建構來與其互動交流的對象。西方國家必

須正視到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世界舞台重要角色的事實，中國已經愈來愈有能力在世

界舞台中為自己發言，為自己建構一個提供其他國家認知的圖像，甚至是走出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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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方中心為建構基礎的世界圖像。中國在融入西方全球化運作體系的同時，其實

也不斷的在消解以西方建構出來的世界圖像和普世價值的制約，所以中國強調「有

中國特色的人權」、「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中國特色

的市場經濟」等等，都是為了消去這些價值背後所隱含的西方色彩而賦予其「中國

化」的意義。中國整體國力的增強以及中國在近代歷史上所受到的不平等對待，使

得中國的市民社會發展產生一種矛盾的心態；一方面承認西方價值所代表的普世意

涵並且藉此來向中國政府/國家機器要求這些權利，但另一方面又站在中國的立場支

持政府反對西方的霸權心態，這可以說明中國的市民社會基本上仍是以中國為核心

出發點，而非全然的以西方價值來看待中共的。 

 

    然而中國市民社會也不是全然倒向中共，其所展現的力量讓中共也不得不正視

到它的存在。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中所表現的，便是一種將以中國實踐社會主義

建設做為意識型態正當性的內涵轉換成以強調中國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中國主

體為意識型態正當性的作法，這可以是為是江澤民向市民社會力量所釋出的善意與

安撫。如果我們由「中國認同」這一面向上來看，是否表示中共已經意識到中國人

民/市民社會所形成的中國主體認同已經凌駕在對中共領導的認同上，一如中共現階

段已經將馬列主義當成建設中國的客體一樣，中國人民也只是把中國共產黨當成現

階段建設中國的客體？中國認同的本身來自中國本身，而不是中共操弄下的民族主

義/愛國主義，換言之，在毛澤東時代，中共領導人可以將自己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理

念化成具體政策去落實自己的想法，在鄧小平時代可以將民眾限制在某種程度的思

想/行為範疇裡，而現階段的江澤民則無法再按照前人的操作模式一意孤行，他必須

衡量國內外情勢給予人民他們所想要的，他不能再藉由提供人民一個意識型態的正

當性來作為政權穩定的支持，因為人民本身才是其政權正當性的支持。江澤民意識

到這一點，他瞭解在他的時代市民社會的存在與作用已經形成一股不可逆料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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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以撐起也可以瓦解他的天下，所以，從「三個代表」的提出也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看出江澤民對市民社會力量的重視與利用。 

 

    想深一層，自從中共建政以來，似乎一般人認知的「中國」就與「中國共產黨」

劃上了等號，「中國共產黨就是中國」這種認知在毛澤東時代或許真是如此，在鄧小

平時代相信也不會有太多人反對，但在江澤民時代及其之後卻是未必，隨著中共內

部日趨多元的政治發展與意識型態，現階段的中國在世人的眼中應該是「執政的中

國共產黨」再加上「廣大的中國人民」；是由執政的共產黨代表的政治範疇與民間力

量匯聚而成的市民社會所代表的非政治範疇所共同組成。在毛澤東時代，這兩者是

結合的，而在鄧小平時代，兩者已經有逐漸脫離的趨勢，這也是何以鄧小平時代會

開始出現一股研究中共內部的市民社會現象的緣故，而在江澤民時代，中共所代表

的中國與中國人民所代表的中國其實差距就更大了，中國共產黨已經無法單向的控

制人民或一廂情願的代表中國人民向世界發言，因為中國人民的意見可以透過網路/

傳媒向外界表達與中共當局不一樣的聲音，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也不

再是一個共黨意識型態可以掌握一切的國家，她正一步步的走向一個國家與社會共

存的局面，並且在這種情況下一步步的融入世界體系。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的未來

是否會在市民社會力量的支撐下發展成出現另一個政黨來取代現今的中共政權或許

不再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相信這也是中共政權最念茲在茲的事，所以當抑制市民

社會的發展成為一件無法落實的現實時，如何安撫社會民心並進而掌握市民社會所

產生的力量就成為一件重要的事了。 

 

    最後，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我們必須在這裡提出來，那就是中國的市民社會發

展是一種本土化/全球化的辯證發展關係，它必須以本土化作為基礎，通過全球化作

為載體而與世界接軌。所以，中國的市民社會雖然表現出中國的特色，但這卻是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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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架構下來看才會顯現出來的﹔反過來，中國市民社會雖然是一個全球化下的

產物，但它仍必須以中國的特殊國情做為支撐才能存在，兩者是相互支持、相互保

證、相互依托的辯證關係。所以，我們不能夠以單線因果的發展觀念來看待中國的

市民社會，認為在全球化的發展下，中國的市民社會將會走出中國這個概念的藩籬

而愈來愈與全世界融成一體，而必須以辯證的觀點，瞭解到唯有在本土化/全球化互

相作用之下，中國的市民社會方能呈現出其真正的作用與面貌。特別是在這種資訊

化、全球化時代，認同的多元化雖然造成人們心中對政治認同的解放與重構，但是，

這種認同一樣必須經過本土化/全球化的辯證才能在人們的心中產生意義，才能形成

一種真正的對生活/生命產生自我認同建構的滿足與安全。 

 

    總的來說，不管是否承認中國內部市民社會正逐漸興起與成長，中國內部由人

民自發凝聚成一股有別於政府/國家機器的力量存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伴隨著資訊

化與全球化時代的不斷深化，這股力量促成中國內部政治體制和意識型態的改變，

相信將是指日可待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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